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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层管理团队的特征是影响企业战略和绩效的重要因素。先前的研究已经确定了

几个关键的高管团队（TMT）特征，如年龄、任期、教育水平、海外经验和政治关联，

这些特征可以影响公司业绩。企业社会责任（CSR）是企业行为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因

为它反映了企业对道德和社会问题的承诺。企业社会责任与几个积极的结果有关，如

提高声誉、提高员工士气和提高客户忠诚度。然而，TMT 特征、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

绩效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楚。先前的研究集中在 TMT 特征如何影响企业战略、创新和财

务绩效。然而，人们很少关注 TMT 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社会责

任如何影响 TMT 特征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通过检验 TMT 特征、企业社会责

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在这种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来解决这一

差距。高管团队(Top Management Team,即TMT）作为企业战略决策和经营的核心主体，

TMT的建设与企业的绩效密不可分。此外，由于 TMT成员的价值观和行为会受到其差异

化特征的影响，进而其对 CSR 的感知和执行也会受到影响，最终也会影响企业的组织

管理和企业价值。因此，本文基于 “高管背景特征- -战略行为- -经济后果”的研究范式，

基于高阶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以中国 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 2010-2019年

数据，探索 TMT 特征和 CSR 这二者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验证组织冗余以

及制度环境的边界作用。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TMT 特征对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企业社会责任 CSR 正

向影响企业绩效。CSR 在 TMT 的年龄、任期、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间起到中介传导作

用。组织冗余在高管团队的年龄、任期、学历与企业绩效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制度环境

在 CSR与企业绩效间起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在理论上拓展了 CSR的相关研究，延伸了

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绩效的研究视角，丰富了 高层梯队的理论模型以及 CSR 行为的前



V 

  

因变量。在实践上，为企业注重与优化高管团队的结构搭建，提升管理者效应，促进

企业履行 CSR 与改善企业绩效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TMT特征；CSR；企业绩效；组织冗余；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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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op management teams ar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affect corporate 

strategy and performance.  Previous research has identified several key The Top Management 

Team (TMT)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ge, tenure, education level, overseas experience, and 

political affiliation, which can affect company performanc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is another important aspect of corporate behavior, as it reflects a company's commitment 

to ethical and social issues.  CSR is related to several positive outcomes, such as improving 

reputation, improving employee morale, and increasing customer loyalty.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MT characteristics, CSR,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is still unclear. 

Previous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how TMT characteristics affect corporate strategy, 

innovation,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However,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MT characteristics and CSR, as well as how CSR impa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MT characteristics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This study addresses this 

gap by exam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M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SR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CSR in this relationship.  TMT, as the core entity of 

enterprise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and oper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MT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enterprise.  In addition, as the values and behaviors of TMT 

members are influenced by their differentiated characteristics, their perception and execution 

of CSR will also be affected, ultimately affecting the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and corporate 

value.  Therefore,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 executive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 -  strategic behavior -  economic consequences" , based on echelon theory and 

stakeholder theory, taking Chines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as the research sample, selecting 

data from 2010 to 2019, exploring the impact and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T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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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CSR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and verify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slack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e results indicat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MT characteristics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CSR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CSR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MT's age, tenure, political affiliation,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Organizational slack plays a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the TMT age, tenure, education 

level,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whil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plays a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CSR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This study theoretically expands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CSR, extend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MT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echelons and the antecedent variables of CSR 

behavior. In practice, it provides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enterprises to focus on and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TMT, enhance manager effectiveness, promote CSR fulfillment, and improve 

corporate performance. 

 

Keywords:  TMT Characteristics, CSR, Corporate Performance, Organization Slack,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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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 

    彼得·F·德鲁克(Peter F. Drucker)，现代管理学之父，指出企业是社会的一份子，

是社会的器官。现代企业需要履行社会责任，遵守商业伦理从而助推并实现企业与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伦理潮流，道德趋势，是商业实践中不可缺少

的要求与要素, 是一种适合组织顺应可持续发展的伦理概念。社会与企业都应当遵守

普遍适用的行为准则、企业必须关注使所有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商业行为，让企

业内部关系变得和谐、向上、共赢、互惠。德鲁克的观点也充分强调了关注企业社会

责任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价值 (Rothaermel, 2015)。我国政府和各界对企业社会

责任一直也比较重视。近年来，中国陆续发布了相应的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指导意

见，这些都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起到了规范和约束的作用，许多企业不仅始终履行企业

社会责任并开始发布其社会责任报告。据统计，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数量持续

增长，2011 年有 808 家中国企业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在 2021年增至 1926份，创近

年来新高（刘慧，2021）。 

    受 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冲击，机构与大众比如政府部门、各级监管机

构、各类投资者和社会公众逐渐更加开始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和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在此情形下，中国公司也应当顺应潮流，应当主动积极披露其社会责任履行信

息，按照政府出台的社会责任指导意见发布其社会责任报告。中国企业应当把握后疫

情时代全球经济绿色复苏以及经济包容增长阶段的机会，加强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履

行、管理、与透明度建设，对相关利益者各方履行其社会责任。随着“30·60”，共同富

裕，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有了愈发重要的历史使

命和社会价值。企业在保护员工、顾客、供应商、社区、环境等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基

础上，还展开低碳行动、创新管理、包容增长、公平运营等社会责任计划。在企业社

会责任披露与报告方面也有很大进步。比如许多组织开始在内部文件或对外公布的发

展战略中包含其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内容。与此同时，企业管理人员也更高频率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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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演讲或活动中展示对社会责任的关注和履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大公司的

社会责任报告中，公司高层管理团队管理人员参与社会责任工作情况得到更多披露。 

与 2020年相比，2021 年中国公司在“战略与治理”指标的披露上呈增长趋势，同比增长

18.9%。进一步细看，企业在披露关于社会责任管理架构和高层管理人员参与社会责任

这两个指标中与上一年度相比也增长了 8%（刘慧，2021）。这表明，中国企业逐渐认

识到社会责任在组织发展中的价值与意义，从而推动社会责任与组织战略与治理的融

合。除此之外，企业高层管理者也愈发意识到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高管团队 (Top Management Team, TMT) 作为公司管理层，企业的掌舵人，高管团队决

策对企业发展具重要的组织引导作用。企业高管是企业的核心人物，参与企业的战略

决策制定和战略决策的实施，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影响企业经营活动与绩效。高阶

理论认为“企业高管作为战略选择和决策的主体，其行为受到其特质的影响，高管的特

征可以作为推断高管如何感知公司环境和做出战略决策的预测因素” (Hambrick & 

Mason, 1984)。 

在当今 VUCA（VUCA 是 volatility易变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complexity

复杂性，ambiguity 模糊性的四个单词的首字母缩写）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稳定

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的时代。持续的不确定性、无法判断的未来、暂时的

获利并不能保证企业的持续发展，唯有发挥企业竞争优势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才有利

于企业的长远发展。高管团队即 TMT的根本任务是帮助企业在战略决策、经营管理、

成长发展过程中，需要顾虑到商业对环境、社区以及社会的影响，要在创造和实现经

济利益的同时保持环境社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而高管团队作为企业决策者，其成员

的差异化特征比如年龄、任期、教育经历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成员们在管理认知、决

策、项目优先权、政策执行的不同，从而这些决策与差异也会相应的影响整个企业的

运作与管理，最终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因此，本文研究的问题就是 TMT特征如何影

响 CSR以及企业表现。本研究从高管团队特征、以及企业社会责任两个角度方面对企

业的绩效表现进行研究，这是顺应时代的趋势，对企业各利益相关者具有重大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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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高管团队特征为自变量，以 ESG以及可持续发展为大背景，采用文献 “成果

借鉴--理论归纳分析--理论模型构建--实证分析检验”的研究思路，研究高管团队特征企业

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三者间影响关系。通过构建“高管团队特征--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绩

效”的分析框架，重点探讨高管特征对企业绩效影响的中间路径以及过程机制。 

    本文以高阶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并结合资源基础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以

“高管团队特征--战略行为--经济后果”为范式，以“高管团队特征--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绩

效”为研究主线。在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绩效研究领域上，引入中介变量即企业社会责

任，探讨其在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绩效表现的影响机制中的中介效应。除此之外，引

入组织冗余与制度环境的概念，探讨内外部环境在三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以及影响机

制。 

    本研究旨在从个人层面--组织层面--制度层面，多层次分析社会责任的前置因素。并拓

展与丰富社会责任以及管理者效应的研究视角。充分考量高管团队的人口统计特征，

高管团队年龄、高管团队任期、高管团队学历，结合中国国情将高管团队海外背景和

高管政治关联两个维度添加进来，旨在全方位分析管理者认知决策带来的组织行动后

果。 

1.3 研究意义 

    1.3.1理论意义 

    拓展了 TMT特征与企业绩效研究的理论视角。本研究基于高阶理论，不仅分析讨论

了 TMT的人口统计特征比如年龄，任期，学历还延伸了高管团队成员背景特征的维度

结构，结合中国独特的国情和制度环境特征，将高管团队的海外工作和留学背景以及

高管团队的的政治关联添加到 TMT特征的子维度上，延伸了高管团队成员的背景特征

的内涵，以期能够多维度全方位地探讨高管团队的价值观、认知，策略决策以及相应

带来的组织行动后果。 

    第二，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先前的研究集中在 TMT特征如何影响企业战略、

创新和财务绩效。然而，人们很少关注 TMT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以及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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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社会责任如何调节 TMT特征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对于 TMT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

以及企业绩效三者关系的研究相对稀少。本文以高阶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

结合内外部因素探讨组织冗余和制度环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从影响企业绩效的边界

条件这个角度拓展了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视角。 

    第三，厘清 TMT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以及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作用关系，探讨三

者之间的内在机理，拓宽了当前相关研究的内容。本研究利用我国沪深 A股上市公司

2010-2019年的数据来进行实证研究，不仅为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发展和理念提供理论支

持，同时也为高管团队管理者效应以及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从而推动企业绩效提升提供

实证依据。 

    1.3.2实践意义 

    第一，对于企业而言，首先，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帮助企业了解社会期望和

要求，可以使企业更注重可持续经营，包括环保和社会责任等方面，从而提高企业的

品牌和声誉。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进行规范和监督，能够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

形象，从而增加企业的竞争力。并且，社会责任可以让企业更加注重社会公正和公

平，这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通过分析研究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积

极影响作用，从而帮助企业进一步认识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带来的各种正面效应比如

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企业的品牌和形象、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这样最终就会

有利企业推动资源合理配置和社会和谐发展。 

    第二，对于管理者而言，通过了解 TMT特征如何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以及企业绩

效，可以帮助管理者更清晰的了解企业决策的背景以及对社会责任的影响，可以引起

TMT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和意识上的提升，从而有利于企业管理者更准确地把握社

会责任的履行。并且，TMT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以及企业绩效的关联性研究，能够进

一步探索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机制和影响因素，为企业提高社会责任的履行提供理论

和实践指导。管理者在实践中组建高管团队时，可以有针对性的调节相应的 TMT背景

差异性，兼顾 TMT成员的差异化和多样化，从而发挥团队的整合以及协同效应，推动

提升企业经济和社会绩效。 

    第三，对于政府而言，有助于政府充分意识到提高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以及 CSR信息

披露质量、推广并监督社会责任履行的重要性，行使企业 ESG以及社会责任绩效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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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职能，并鼓励和支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从而推动社会公平、环境保护、各利益相

关者权益，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实现和谐社会。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通过阅读了大量 TMT特征，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绩效三者之间关系的文献，收集了

准确的数据之后，本研究是在此基础上对三者关系进行的总结。以 A 股上市企业作为

研究对象，首先回顾总结文献，探讨分析 TMT 特征对社会责任和 TMT 特征对企业绩效

的分别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寻企业社会责任在 TMT特征与企业绩效间的中介桥梁作

用。进一步的以内外部因素即内部组织冗余与外部制度环境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内外

部因素对 TMT 特征，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绩效间的边界作用。本研究一共有六章： 

    第一章，绪论。本章首先介绍本文研究的背景、引入研究的问题、然后分析研究的

目的和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再进一步介绍本研究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数据来

源，阐述研究技术路线图，并指出本研究可能的创新点和理论价值。 

    第二章，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首先概念界定各研究变量。然后详细阐述本研究的

四个主要理论基础，然后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对高管团队特征维度进行阐释，对国

内外关于 TMT 特征、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三者研究相关内容进行文献综述与总

结。除此，本文还细致的梳理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以及社

会责任披露质量。并归纳总结了 TMT具体的五个维度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

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除此之外，本章还对组织冗余以及制度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以

及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进行梳理，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文献做出述评。 

    第三章，假设与理论模型。首先研究 TMT特征对企业绩效以及 TMT特征对社会责任

的影响，其次分析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研究分析企业社会责任在 TMT特征

以及企业绩效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内部因素组织冗余在 TMT特征即年龄、任期、学

历、海外背景以及政治关联五个分别维度与社会责任之间的调节作用，以及和制度环

境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 

    第四章，研究设计。本章介绍研究的样本数量、样本来源以及样本选择方法，以及

数据收集涉及到可靠的财经数据库，以保证研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并对主要变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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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T的五个特征维度的测量，社会责任变量测量以及企业绩效测量做出详细说明。并

解释控制变量的选取、定义和测量。最后在此基础上构建实证模型。 

    第五章，实证检验以及结果分析。在提出假设情况下，对高管团队的年龄、任期、

教育背景、海外背景和政治背景五个特征变量如何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进行实证检

验，其中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变量相关性分析、并采用多元回归方法检验实证模型，

并借鉴温忠麟的中介检验方法即逐步回归法验证企业社会责任的中介作用，再对组织

冗余在 TMT 特征与 CSR，和制度环境在 CSR与企业绩效间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 

    第六章，研究结论及展望。 

本文根据以上研究内容汇总本研究技术路线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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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本研究的技术路线图 

 

 

 

 

 

 

 

 

 

 

 

 

 

 

 

 

 

 

 

 

 

 

 

 

 

 

 

 

 

 

 

 

来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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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并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规范分析法和

实证分析法，研究 TMT 特征、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绩效三者间的关系和三者间的影响

机制。 

    第一。文献研究法。通过阅读大量中外文文献，对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的文献进行梳理，先分析高管团队的管理者效应，然后对高管团队特征涉及的维度进

行人口统计特征与背景特征进行分类，分析当前研究的不足，参考以往学者的研究结

论，进而确定本文在研究中考虑的高管特征变量，为进一步分析奠定基础。其次，为

全面地理解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驱动机制，本研究首先广泛搜集和阅读 TMT特征与

企业绩效、TMT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三方面的国内外文献，归

纳分析并找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前置因素和后果因素。本研究将学者已研究的 TMT特征

文献进行了总结梳理，包括性别、任期、学历背景、海外经验、政治关联这些 TMT特

征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关系以及通过此社会责任战略进而影响企业绩效的研究。通过

以上内容收集整理归纳分析，根据所有文献推演并构建本文的理论框架。 

    第二。规范分析法。本研究以高阶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结合资源依赖理

论和信号传递理论，通过对目前国内外学者在相关领域内己有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

和总结，确定本研究研究视角。在理论分析和细致梳理中选取构建 TMT 特征的五个维

度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以及在中国的演进和进展。并结合宏观与微观的内外

部环境因素分析企业的组织冗余和外部制度环境对社会责任以及企业绩效的边界作

用。通过规范分析法下的推演、归纳、提出本研究的研究问题，通过对各变量进行细

致梳理，从已有文献中找到研究局限和研究空白从而确定研究思路，最终规范推演本

文所有的研究假设。 

    第三。实证分析法。在规范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设计，选取样本，收集数

据，定义变量，构建 “高管团队特征--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拟

用各种公开的市场数据和手工处理数据，运用 SPSS和 Stata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

析、相关性分析、面板回归、直接作用检验、中介作用检验、调节作用检验的方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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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团队特征，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绩效，组织冗余，制度环境等变量间的关系进行

检验与分析，验证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假设。 

1.6 研究创新点 

    本研究通过对 TMT特征的五个维度（年龄、任期、学历、海外经历以及政治关联）

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以及 TMT特征和企业绩效关系、以及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

关系之间的作用路径和边界条件的研究和探讨，本研究可能的创新主要包含下面三

点： 

    第一，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的研究视角。之前学者对企业社会

责任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以及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竞争力

关系研究上，也有一些研究高管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但鲜有文献将三者结合

起来探讨这三者之间的内在机理以及传导机制。其次，以管理者效应从 TMT特征角度

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的前置因素与经济后果时，研究者从 TMT成员的性别、年龄、任

期等人口统计特征入手，但本研究不仅仅考虑了人口统计显性特征年龄、任期、学

历，还基于中国情景，将 TMT的任职特征海外经历，政治关联结合起来，以期也多维  

度的、以综合的 TMT背景特征来研究分析 TMT 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第二，在 TMT特征与企业绩效之间引入企业社会责任这一中介变量，丰富了现有研

究关于 TMT 特性对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同时，本研究不仅结合高阶理论与利益相关

者理论，本研究还将资源依赖理论以及信号传递理论补充进来，探讨 TMT不同背景通

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拓展了 TMT研究和企业绩效研究的理论视角。 

第三，在 TMT特征、企业社会责任以及企业绩效之间引入内部组织冗余和外部制

度环境两个调节变量，揭示了内部组织冗余在 TMT各维度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影

响的权变作用，以及外部制度环境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影响的边界条件。组织

冗余与制度环境影响因变量 TMT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以及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

之间关系的方向（正或负）和强弱。本文在研究中引入组织冗余和制度环境这两个调

节变量，综合宏观和微观视角, 探析企业内部因素组织冗余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以

及企业外部因素制度环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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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概念界定 

  2.1.1 TMT概念界定 

    企业高管团队 (Top Management Team, TMT)，是指“由处于企业高层并对企业发展全权

负责，对企业发展战略的制订和实施起关键领导和决策作用的管理者所构成的团队。

也就是说，企业 TMT是指掌握着企业经营权并直接对公司的经营效益负责的经营管理

人员，由于这些人员负责整个组织的经营决策和推动实施，他们的经营行为将直接影

响到企业的兴衰。因此，这些人员也就是钱德勒所指的现代企业中一组‘支薪的高层经

理人员’，也是委托代理链条的高级代理人”(Carpenter et al., 2016)。 

    我国 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在第二百一十七条中首次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

了明确的规定：“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及上市公司董事

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还规定董事会有权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

案及制定公司基本管理制度、聘任公司经理。在大多数的相关研究，TMT的界定主要

分为广义的、狭义的以及界于广义与狭义之间的范围界定这三种类型，姜付秀等人

（2009），孙海法（2006）广义的 TMT界定认为“TMT成员包括担任管理职位的董事会

成员、监事会成员、总经理、总裁、常务副总经理、常务总裁、财务负责人、技术总

监、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农艺师、董事会秘书、党委书记等高级经理人员”；徐经

长与王胜海（2010）狭义的 TMT范围界定为“将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和财务总监

界定为核心高管”；第三类如魏立群与王智慧（2015），是介于狭义和广义之间的界

定，界定 TMT 成员范围为: “拥有首席执行官、总经理或者总裁头衔的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拥有副总经理、副总裁、总会计师或者首席财务总监等头衔的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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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MT的界定尚无统一定论，但多数研究均把最核心的企业管理成员纳入 TMT。TMT作

为，本研究主要研究对象为 TMT的细分五个维度特征，因此参考前人研究，结合参考

我国 A股上市公司的特点，按照上市公司目前对高管团队的常规理解本文将对企业运

营与决策的重要管理人员纳入到 TMT，即“参与企业重大决策的所有人员，将企业在年

报中披露的高层管理人员均纳入 TMT定义，包括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如财

务负责人与董事会秘书等”。 

    2.1.2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界定 

社会责任理论中著名的“卡罗尔金字塔”提出了社会责任的三维模型 (Carroll, 

1979）。见图 2.1。该模型根据四个方面分别对社会责任的影响程度不同指出企业社会

责任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其中，“经济责任是指企业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为满足顾客的需要而应承担的责任。法律要求是指公司应在法律范

围内履行其职责。道德责任是指公司应遵守社会标准、规范和价值观。慈善责任意味

着公司本身应该有一种爱和坚定的意愿来履行其社会责任”。该模型突出了经济责任在

企业社会责任中的重要作用。该模型最大的贡献在于指出了企业社会绩效的社会责任

类型、企业社会反应、参与社会问题这三维概念。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类型（经济责任

和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企业社会反应（愿景、适应、防御和反应）并

参与社会问题（股东、职业安全、环境和消费者保护、产品安全、歧视）的有效整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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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卡罗尔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 

 

来源：Carroll (1991) 

 

    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期待也有所不同。即使在同一个时代，人

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知识背景下对企业与社会关系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根据

大量文献，本文总结了 20世纪 30年代以来学者和机构的对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观

点。 

 

表 2.1 国外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观点 

学者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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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le (1931) 企业是一个营利组织，对利润的追求是企业得以生存的

地方。 

Simon (1945) 商业决策应考虑到价值方面，并承担法律以外的责任。 

Davis (1960)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商人的决策和行为，至少部分不是出

于公司的直接经济和技术利益。  

Friedman (1962) 企业的唯一责任就是追求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Manne (1972)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必须包括三个要素：“第一，企业社

会责任。公司支出或行动的边际收益低于其他支出的边

际收益。第二，企业社会责任必须是自愿的；第三，企

业社会。责任行为必须是公司行为，而不是个人行

为”。  

Wartick & 

Cochran  (1985) 

企业需要履行经济和法律责任之外的关心社会福利的义

务。  

Freeman(1989) 企业的责任是满足广泛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Clarkson (2001)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新型的关系，即企业与利益相关者

之间的关系”。  

Smith (2003) 企业社会责任（CSR）是从战略的角度看待和履行社会责

任，并将其纳入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它将社会责任的

战略目标与企业的竞争优势联系起来。不被迫在外部压

力下行动。  

Robins (2005) 企业不仅要对股东负责，还要对社会和自然环境的非经

济行为负责。 

Mackey & Barney 

(2007) 

企业社会责任是提高社会整体福利和改善环境。 

Aguinis (2011) 企业社会责任是“考虑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以及经济、社会

和环境绩效的三重底线的特定于环境的组织行动和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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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quis (2014) 企业不仅是法规遵从，企业在监管合规之外应该多多推

动参与社会贡献。 

Joannou (2015) 企业必须在企业社会责任的框架内行动，以维持其生

存。 

Nason (2018) 根据社会绩效行为理论，企业社会责任是对社会认同和

利益相关者期望。 

来源：本研究整理 

 

表 2.2 中国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定义 

学者 观点 

刘俊海（1999） 在他的著作《企业社会责任》中，从公司法的角度来“企

业社会责任，是指公司不仅能够为股东实现利润最大

化，而且能够作为自身的发展目标。股东利益以外的所

有其他社会利益也应最大化。包括员工利益、客户利

益、债权人利益、中小竞争对手利益、当地社区利益、

环境利益、社会弱势群体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 

曲晓华（2003）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对股东、客户、员工、社会和国家

的积极义务和责任。它是对市场和利益相关者的良性反

应，也是企业价值的综合体现。企业社会责任不仅包括

法律和行政的强制性义务，还包括道德的自愿行为。包

括企业经济责任、法律责任、文化责任、生态责任和道

德责任”。与其他定义不同，曲晓华的定义包括文化责任

和道德责任。企业责任是指企业有责任弘扬先进文化，

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企业道德责任是企业对慈善和其

他公益事业的社会责任。 

李莉等人

（2010） 

企业的本质是“在企业和社会、环境、资源之间树立人本

和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保证企业和经济社会环境的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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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柯（2021） 企业社会责任更多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责任，其内涵：

“企业作为经济人，为谋取经济利益最大化，需要从社会

获取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管理资源并将其运用于生

产、经营、管理的全过程；企业作为社会人，需要与其

所处的环境及与它相联系的其他社会主体(比如债权人、

消费者、股东、社区等)保持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将企业

所创造出的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回馈于社会，

这一过程就是对于社会责任的承担”。 

来源：本研究整理 

 

表 2.3 国内外机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定义 

机构名称 定义 

联合国贸易和发

展会议（贸发会

议） 

企业社会责任（CSR）是企业组织相互联系的概念和影响

社会需求的目标。预期所有社会组织都能随着社会的发

展相应地调整其任务和责任。 

世界可持续发展

商业理事会

（WBCSD） 

公司对员工及其家庭、可持续经济发展、当地社区和社

会的贡献。企业社会责任（CSR）是与经济发展和生态平

衡并行的第二产业价值衡量标准。 

国际劳工联盟 企业社会责任（CSR）是指企业在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

承担超出法律要求的某些义务，其中大多数义务是自愿

的。因此，企业社会责任不仅仅意味着遵守国家法律。

劳工问题只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美国国际商业理

事会（USCIB） 

公司不仅“要保持其可持续健康发展，还要履行其作为各

种社会角色的责任，包括：生产者、雇主、客户等。履

行这一社会责任的基础是自愿自治原则，而不是相关法

律的限制。要确保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社会产生积

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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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

（BSR） 

企业社会责任指的是公司做出的决定，考虑到道德考

虑、尊重人民、遵守法律，并考虑到社区和环境的利

益。业内一些领先公司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不是零碎

的、偶然的，也不是由市场、公共关系或其他商业利益

驱动的。它被视为一系列政策、实践和决策的组合。  

企业社会责任通

讯社（CSRN） 

企业社会责任强调“公司运营与价值观相结合，以反映所

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包括投资者、客户、员工和环

境”。 

英国文化协会 社会责任是指公司对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是在

生产管理过程中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目标的综合考虑，

以及在自愿的基础上采用高于最低法律要求的标准。  

国际雇主组织

（IOE） 

公司自愿考虑其运营中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以及与利益相

关者的互动”。 

世界银行 社会责任是企业致力于可持续发展，以提高利益相关者

的生活质量。 

来源：本研究整理 

 

    因此，根据上述总结和分类，对企业社会责任可以理解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

通过其行动和制度，对其利益相关者比如“企业员工、企业客户、企业所在社区、环境

和国家”履行的各种积极责任和义务。它是公司对市场和相关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反应，

也是评价公司价值的综合指标。它不仅具有法律、行政等强制性义务，而且公司的自

愿行为包括经济、法律、文化、生态和伦理五个层面。本研究使用 Aguinis (2011) 提

供并被其他人采用的企业社会责任定义（如 Rupp, 2011；Rupp et al., 2010）：“考

虑到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以及经济、社会和环境绩效的三重底线的特定于环境的组织行

动和政策”。因此，本研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为：企业在进行经济活动的同时也考

虑社会和环境绩效因素并对其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企业在进行经济活动的同时也

需要照顾与维护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和和谐互动共赢发展，它也包括安全生产，环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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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平竞争，科学发展，保护员工、顾客、消费者权益，考虑股东、供应商、债权

人利益，合作共赢，社区参与，环境治理等方面最终推动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1.3企业绩效概念界定 

    首先，关于企业绩效的概念界定。大部分学者认为绩效可以表示人们在一定时期内

从事一项活动所取得的管理效率和经营成果，管理学学者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将绩效

定义为业绩和效率的组合，如任红焱（2009）认为企业财务绩效体现在企业经营效率

和经营者业绩两方面。其中业绩是指“企业的利润目标，包括目标管理和职责要求两部

分。而效率是指一种行为，体现出企业的管理成熟度目标。根据这种观点，企业绩效

是指公司总体的经营效益，公司在特定时期内利用其有限资源进行经营活动所取得的

一系列成果，是管理层工作效率的主要体现，综合反映了公司经营的成效。企业绩效

通常可以认为综合企业在一定时期的经营者业绩和企业价值，是公司竞争力的集中体

现。公司绩效评价是对公司在一定经营期间的经营效益做出客观、公正和准确的综合

评判”。一般说来，企业绩效分为财务性指标和非财务性指标两类。基于财务性指标的

客观性和可测量性，本研究参考先前多说学者的方法，用可测量的企业的财务指标来

衡量企业的绩效。 

    第二，关于企业绩效在实证中的度量方法。不同的公司绩效评价方法，侧重点不同，

各有其优点和缺点。比如常见的（1）杜邦财务分析法（The Du Pont System），是利

用各主要财务比率指标间的内在联系，对企业财务状况及经济效益进行综合系统分析

评价的方法。该体系是以净资产收益率为起点，以总资产净利率和权益乘数为核心，

重点揭示企业盈利能力及权益乘数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以及各相关指标间的相互

影响和作用关系。该评价方法可使财务比率分析的层次更清晰、条理更突出，为报表

分析者全面仔细地了解企业的经营和盈利状况提供方便。（2）沃尔评分法，该方法来

源于企业财务综合分析的先驱者之一亚历山大·沃尔。他选择七种财务比率，分别给

定了其在总评价中所占的比重，总和为１００分；然后，确定标准比率，并与实际比

率相比较，评出每项指标的得分，求出总评分。该方法提出了综合比率评价体系，把

若干个财务比率用线性关系结合起来，以此来评价企业的财务状况。（3）经济增加值

评价方法（Economic Value Added），EVA主要是企业价值评估方法。经济增加值考虑

了所有资本的成本，更真实地反映了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实现了企业利益、经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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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和员工利益的统一，激励经营者和所有员工为企业创造更多价值；能有效遏制企

业盲目扩张规模以追求利润总量和增长率的倾向，引导企业注重价值创造。经济增加

值不仅仅是一种业绩评价指标，它还是一种全面财务管理和薪酬激励框架。（4）平衡

计分卡（Balanced Score Card）方法，BSC 是一种常用的绩效考核方法，它是由美国

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卡普兰和大卫·诺顿于 1992 年提出的一种绩效考核方法，主要

用于对企业的战略目标进行评估。该方法主要是通过对企业的战略目标进行评估，从

而确定企业的战略方向和战略目标，以便于对企业进行管理和决策。其他的还有单一

财务指标评价方法如总资产报酬率 ROA、净资产收益率 ROE、销售回报率 ROS、托宾Q、

每股股利 DPS、每股收益 EPS等(王雪莉等人，2013；仇冬芳与徐丽敏，2015)。虽然 ROA

资产收益率是衡量企业业绩的一个重要财务指标。但由于本文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于

企业绩效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可能产生的滞后效应，因此，本研究将托宾 Q 值作为企业

绩效的代理指标。托宾 Q 值是资产的市场价值与总资产的比例。等于一家公司的市场

价值除以其资产的重置成本。托宾 Q值表达了市场价值和内在价值之间的关系。托宾 Q

的公式为：托宾 Q=企业总市值/企业总资产价值。托宾 Q 值这种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的

优点就是它避免了估计收益率和边际成本的困难，而且还在计算企业价值时兼顾了账

面价值与市场价值，也兼顾了权益与负债，能更全面地反映公司价值。托宾 Q 值高，

表明市场认为公司具有高增长潜力。 

    2.1.4组织冗余概念界定 

组织冗余是组织所拥有的多余资源，指的是组织内部所储存的资源与实际需求之

间的差异或超出实际需求的情况。冗余资源的使用对提高组织绩效有着积极影响，尤

其对于那些拥有大量资源但又无法有效利用的企业而言。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冗余

资源的存在可以起到一种缓冲作用，为管理者探索新的组织战略和项目提供强有力的

支持”。因此，研究企业冗余资源对于提高企业竞争力有着重要意义。根据 Voss（2008）

的观点，企业所拥有的多余资源呈现出多种形态，这些资源可以被划分为两类：一类

是具有沉淀性质的多余资源，另一类则是不具有沉淀性质的多余资源。沉淀性冗余资

源主要包括人员、技术和资金三类要素，它们都有一定数量的存量，但并不能完全发

挥其效能。其中，沉淀性冗余资源是指“难以被重置、只能被用于特定用途的资源，如

人力资源、闲置生产设备等”；非沉淀性冗余则是非流动资产，主要包括研发支出、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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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非沉淀性冗余资源指的是那些“具有高度流动性、可重置、无特

定用途的资源，例如现金、有价证券、信用额度、库存原料等，这些资源目前尚未投

入使用，但具有巨大的重新配置潜力，可以轻松地用于组织活动。”沉淀性冗余可以帮

助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但它不能使企业获得持续发展能力。沉淀性冗余，例如熟练

劳工和机器设备等，其重新配置的灵活性相对较低。沉淀性冗余资源会降低员工工作

满意度和离职倾向，增加组织成本。相反，非沉淀性冗余因其极高的可流通性，有助

于企业在竞争环境中缓解市场竞争和制度压力，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本项研究旨

在探究非沉淀性冗余资源对 TMT 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影响，以期为相关领域的

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2.1.5制度环境概念界定 

Meyer（1977）所发表的两篇论文，以及随后与 Scott（1983）的合作研究，共同

提出了正式组织的制度性原则，为组织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奠定了基础。个体或组织的

行为并非单纯基于理性分析，而是更容易受到外部制度因素和对自身身份认知的影

响。其次，即便人类或组织表现出了理性行为，这种行为也不是独立于外部环境而自

发形成的，而是源于其内在的制度逻辑。因此，理性行为必须建立在制度基础上。制

度是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范畴，它可以用来解释人们为什么要做出某种行动选择，或

者如何进行决策。理性行为的选项集合（Meyer & Rowan，1977）受到制度所涵盖的合

法性逻辑、符号和规则系统的制约。因此，制度主义成为解释个体和组织理性选择的

重要范式。 

新制度主义理论以场域为研究对象，而非以个人或组织为分析单元。场域中的各

种关系都可以用制度来解释。因此，研究制度对个体和组织的影响需要考虑到不同情

境中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制度是“一个具有约束和激励功能的规则系统，它由一系

列秩序、行动脚本、共享意义和符号组成，它可以限制和阻止那些为了最大化利益而

违反规则系统的行动者，同时也可以奖励和维护那些按照规则系统行事的行动者”

（Zucker，1987）。Dimaggio and Powell (1983)继续推进并探讨了组织同构的三种扩散机

制：强制性同构机制，模仿机制，以及社会规范机制。他指出这些机制都能通过改变人

们对不同社会情境中各种行为模式的偏好来影响其行为决策。这一分析范式已成为后

续研究的基石，为后续深入探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Scott（2001）在新制度主义理论

的各种成果融合下，构建了一个包含“规制、规范和文化认知三个层面的制度环境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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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这三个层面在符号体系、逻辑基础、和作用机制等方面相互交织与转化”。 

制度环境并非简单地由内部要素组合而成，而是受到整体层面的影响，因此，制

度环境会以多种方式塑造个人或组织的行为。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微观主

体之一，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则成为

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领域。中国独特的制度环境也影响着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

(Gao & Hafsi, 2015)。Jamali & Karam (2018)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深

入研究，得出结论：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研究的最显著特征与制度层面的变量有关。 

根据 Shi et al. (2012)的定义，本文将区域制度发展定义为“基于市场的机制发展和其

他制度的程度，以实现更有效的市场运作”(P1225)。结合我国当前的制度背景特征，本

文遵循管理学的主流文献(Zhao & Lu, 2016；Shi et al., 2012)，以中国各省的市场化指数

衡量区域制度发展。该指数通过评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企业的份额、产品、

服务和要素市场的发展以及市场中介机构和法律制度的发展，对省级机构制度进行了

全面评估(Wang et al., 2018)。 

 

2.2 理论基础 

       2.2.1高阶梯队理论 

Hambrick and Mason(1984)提出了一种高阶梯队理论，该理论从管理者的认知心理

过程出发，探讨了管理高层在面对内外部复杂环境变化时，其背景特质对企业战略选

择的影响，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这一研究成果对于理解高层管理者在决策中所

表现出来的行为具有重要意义。该理论表示“企业管理者的特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影响

其在战略上的选择，因此可以说，战略决策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管理者认知和价值观的

映射。通过运用可观测的人口统计特征替代高管的心理特征，如年龄、性别、任职时

长、职业经历、教育水平、和财务状况等，探究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战略选择以及公

司绩效之间的关联。” 

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必然受到高层团队成员的认知和价值观的影响，因为 CSR 作

为一种道德范畴的行为，需要得到高度的重视。高管团队的认知和价值观可以被其年

龄、教育水平、工作经历和所处的背景环境所塑造。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遵守法

律、遵循商业道德等方面应尽的义务和承担的责任。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和公开信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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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高管团队的认知和价值观在企业社会责任决策中扮演着至

关重要的角色，它们直接影响着高管团队对社会责任环境的感知，从而对企业社会责

任的战略选择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同时，由于高管团队的价值观和认知基于高管们不

同的背景特征，因此可观测的 TMT 的特征维度就兼有一定程度的预测作用，从而可以

为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提供有力支持。 

通过运用高阶梯队理论研究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

发现，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受到管理团队成员认知基础和价值观的影响；第二，企业

社会绩效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最直接最有效的衡量指标。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信息受

到高管团队认知和价值观的双重影响。企业的社会绩效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实现股东价

值最大化或使员工福利最大化。因此企业必须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其次，高管团

队成员的独特的特质可以反射出其团队的价值观和认知。在认知层面上，高管的认知

结构是指个体所拥有的关于自身以及他人的知识和经验等因素的综合。高管的知识可

以通过专业能力转化为管理技能并最终形成企业文化，而这些又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

其认知上。高管团队的认知结构受到其教育经历、专业水平和任职背景等多种因素的

影响，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高管特质对决策结果的影响；此外，公司治理中的权力距

离还可能导致高管偏好于不确定的价值判断而倾向于保守性的价值取向。第三，将社

会责任视为一项战略性决策。在公司治理中，公司应根据企业发展阶段来调整战略以

适应内外部竞争压力。通过提升企业口碑、加强供应商、客户、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的

联系，以及吸引高素质人才，企业能够有效提升绩效水平。第四，在公司治理中，企

业承担一定程度的社会责任有利于促进公司治理的完善和发展。对于企业而言，承担

社会责任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 

对于企业而言，承担社会责任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离

不开良好的环境和健全的内部治理结构，其中，高管团队作为公司战略决策的制定者

之一，对公司的经营绩效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高管团队在企业决策中扮演着至

关重要的角色，因此高管团队的水平高度影响其组织发展。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地向前

迈进，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企业也不例外。由于环境的错综复杂性，企

业的管理者必须具备全面的知识储备，而不同管理者之间的差异将对其在不同决策中

的选择产生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公司的决策与发展（孙德升，2009）。高管团队成

员的个人特征会影响其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认识以及相应的行为方式，进而对企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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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绩效产生一定的作用。因此，高管团队的认知和价值观在企业社会责任最终决策

中受到团队成员个体的年龄、教育水平、任职时长和工作背景等可观测特征的影响。

在我国的企业管理实践当中，高管团队成员的个人特质对企业绩效有着重要的影响。

同时，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受到高管团队价值观的深刻影响。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将

以高层梯队理论为基础，深入探讨 TMT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 

 

图 2.23 TMT特征与企业绩效关系图（高阶理论） 

 

 

来源：Hambrick and Mason (1984) 

 

       2.2.2利益相关者理论 

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阐述了企业应该只为股东的利益服

务，而不是为其他任何人服务这一观点。而利益相关者理论是一种与米尔顿·弗里德

曼的股东理论截然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观点。20世纪 60年代，根据两位开创这一观点

的学者爱德华·弗里曼（Edward Freeman）和大卫·里德（David Reed） 的观点，利

益相关者是“任何能够影响组织目标实现或受组织目标实现影响的可识别群体或个人。”

换言之，利益相关者是指能够损害、受益或影响公司的任何人，以及公司能够伤害、

受益或影响公司的任何人，简言之，是指与公司业务有利害关系的任何人。自愿的利

益相关人在共同的目标下进行合作以达到预期的结果时，他们之间产生一种相互监督

和制约的机制——契约机制。由于公司的活动，非自愿利益相关者处于风险之中，然而，

若无风险因素，则其利害关系便无从谈起。因此，利益相关者理论主张，“一个负责任

的企业必须注重整体利益的协调，不仅要关注股东和投资人的利益，还应保障企业员

工、消费者、合作伙伴、政府、供应商、社区和竞争者等利益相关者的权益”(Freeman,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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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者理论对现代企业的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我国还

处于萌芽阶段，但它所倡导的理念和原则已经为很多学者认可。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

本假设之一就是企业中存在着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如果一个企业缺乏这众多利益相关

者的支持和配合，将会对该企业的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导致该企业销

声匿迹。利益相关者理论所主张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内部控制机制都与股东利益最

大化存在着矛盾。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在其运营中需要考虑

到不同类型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问题。因此，利益相关者理论所强调的是，公司作为

一种企业实体，其本质上受到多种市场因素的影响，而不是由股东主导的企业组织制

度，因为股东并非公司唯一的所有权人。利益相关者理论在企业管理中有着广泛的应

用前景，特别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起步较晚的国家而言。利益相关者在经济中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是企业生产经营的主体，同时又是利益相关方的代表。

将利益相关者的理论应用于实践，可为企业带来更为丰厚的经济利益。为了更好地平

衡和保障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企业需要综合考虑不同行业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明确界

定利益相关者的范围。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的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

等交易伙伴，也包括政府部门、本地社区、媒体、环保主义等的压力集团，甚至包括

自然环境、人类后代等受到企业经营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客体。关注利益相关者的

利益，将减少交易成本，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成本，减少监督激励的成本，

使得与企业形成一种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使得企业的效率和效益最大

化”(Donaldson & Preston, 1995)。 

 

图 2.34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图（利益相关者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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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Freeman (1984) 
 

       2.2.3资源基础理论 

Resource Based Theory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是一个由各种不同的差异资源组

成的复杂群体，通过对自身资源和经营活动的有效分配，来增强竞争优势，从而包含

自身资源和商业活动。资源基础观作为一种全新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经

济增长理论中忽视环境变化影响因素这一不足，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

资源基础理论的诞生为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提供了深刻的解释，同时也揭示了不同企

业在绩效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的根源。 

对于企业资源基础理论的研究，呈现出两个截然不同的研究方向。一类是基于资

源基础观和核心能力理论，另一类则是从动态角度来看待企业资源及其管理问题。

Barney（1991）以企业内部异质性资源要素的特点为研究切入点，深入探讨了企业绩

效差异和持续性竞争优势差异的根源，而 Peteraf（1993）则从竞争性市场视角出发，

着重分析了竞争战略的选择，以实现对不同竞争战略的区分。这两种研究思路虽然有

各自的优点和不足，但都为企业战略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并由此形成了一

种独特的关于企业成长、发展及成功的观点——资源基础观。在企业战略决策的过程中，

资源基础理论所强调的是，资源不仅是企业战略思考的核心逻辑，同时也是决策的基

础和起点。资源基础理论有两个如下前提假设：首先，“所有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均呈现

出异质性的特征”。这种异质性不仅包括有形的物质、人力资源等显性资源要素，还包

括无形的组织文化和知识资本等隐性资源要素。由于企业内部资源的多样性，潜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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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服务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因此所有企业都具有独特性。因而企业拥有自己独

特的、不可复制的、稀缺的、难以模仿的资源。其次，“不同企业之间的资源流动呈现

出一种不完全的流动性特征”。即所有的资源均有各自的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且每个

企业的资源禀赋、经营状况等也各不相同。因此，在企业资源配置的过程中，那些拥

有稀缺资源或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会表现出明显的优势，有些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内都表现出了优势，因此提升其企业绩效(Wernerfelt, 1984；Barney, 1991)。 

从资源的角度出发，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它直接关系到企业

的发展和繁荣。它不仅可以提高企业绩效，而且还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竞争力。企业社

会中责任作为企业的重要战略资源，不仅提供了稀缺和异质性资源，而且有助于企业

在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在要素市场上，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对企业价值提

升有着巨大影响。企业在要素市场上获得稀缺和异质性高素质人才的保障，取决于其

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在劳动力供给过剩且人力资源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招聘作

为一种人力资源配置手段，对提高企业竞争力至关重要。由于招聘市场信息不对称严

重，被招聘者常常处于信息劣势端且对企业了解不足，这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就会成

为潜在员工获取企业信息的一个重要途径，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司会吸引到更多更

高质量的人，从而取得竞争优势 (Bhattacharya et al，2008)。随着企业积极承担社会

责任，其声誉和形象将得到提升，从而增强了对员工的吸引力。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是

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关系基础的无形资产，更是其不可或缺的支柱，这一点在权小锋

等人(2015)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大

背景下，随着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的不断深入，企业之间的有形资产（如人力和资本）

的转移成本不断降低。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认识到，只有依靠自身

所拥有的无形资产，才能在市场上获得长期的竞争优势。企业拥有的无形资产是企业

最宝贵的财富，也是企业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然而，企业所拥有的无形资

产，包括其有道德的企业文化、品牌名声、利益相关者间的良好关系、以及员工的认

同和归属等，这些资源基础的异质性使得它们难以被获取或模仿，但却是塑造企业竞

争优势的重要因素。企业拥有这些无形资产有助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创新力、市场

竞争能力及可持续发展潜力。因此，企业若想提升其核心竞争力，必须善加利用其无

形资产，将其视为一条至关重要的道路。企业通过实施各种形式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

不仅能够增强其无形资产的价值，而且还能获得长期而稳定的收益，从而在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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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赢得先机。落实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是实现上述无形资产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积极

履行和披露其社会责任，企业可以拓展其资源池并提升公司绩效，从而更好地履行其

社会责任。 

 

图 2.45企业社会责任--竞争战略与资源获取（资源基础理论） 

 

来源：Barney (1991) 
       2.2.4信号传递理论 

信号传递是指“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采取某种行动向信息劣势方发送相关信号，用

以回避逆向选择，改进市场运行状况”。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公司的融资决策和股票市

场上的波动都是以某种方式进行着信号传递。这一复杂的过程可以被描述为一场信号

的博弈。信息博弈理论认为，当存在信息不对称时，双方都会做出相应决策以减少损

失和风险。“在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信息传递的核心逻辑在于一方无法获取另一

方的真实价值，因此，具备信息优势的一方可以通过发射信号来向信息劣势的一方传

递真实的价值信息”，这是 Spence（1974）的观点。 

在公司金融领域，信号传递理论被广泛运用，它有助于人们深入理解企业的融资

决策过程，同时也能够解释金融市场上的各种现象。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公司的融资

决策和股票市场上的波动都是以某种方式进行着信号传递。从信号传递这一理论上讲，

信号自身，信号发出人和信号接收人组成了信号这 3 个关键要素。在信号发送方方面，

企业的管理层和员工一般都会对信号做出判断，从而决定是否将其传递给外界。通常

情况下，发出信号的企业会提供一些信息，这些信息具有一定的品质，但却难以被其

他企业所接受。企业内部所产生的信号，实为外部信息使用者所作出的反应，而非其

内部产物。信号的作用在于使外界能了解到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从而有助于企业作

出正确的决策。信号接受者则可以从这一信息得到关于自身行为及公司财务状况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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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反馈，从而做出合理的决定在有关公司金融方面的研究。信号发出者可以为企业

创造价值，而信号接收者则能获得企业的经营成果，从而使双方都得到利益。 

为了提升自身的竞争优势，绝大多数企业开始采取主动披露企业社会责任相关信

息的措施，以确保企业信息的透明度和公开性。企业的价值评估只能通过管理当局所

传递的信息来实现，而企业披露信息的动机则促使企业向公众传递那些能够反映企业

良好业绩的信息，以达到最大程度的效益。企业披露的会计信息质量直接关系到资本

市场中投资者的决策以及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贺云龙与肖铭玥（2020）指出，

企业所传递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信息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信息传递方式。一方面，

它将企业的内在价值观和企业文化传递给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同时通过向外界披露

更多关于企业内部的信息，提高了企业信息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另外一方面，在一定

程度上也提高了企业对自身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的了解。并且，鉴于企业的创新需要

长期的人力、财力等相关资源支持，一旦企业向外界传递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信息，其

利益相关者可能会根据此信息做出例如增加对其企业的投资力度、提高对该企业产品

的采购等相应的决策。 

 

2.3 研究现状 

以下部分本文将从 TMT 特征、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绩效、组织冗余和制度环境五

个大方面进行文献回顾，厘清 TMT 特征、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以及

组织冗余和制度环境在三者变量关系之间的边界作用，归纳分析该研究领域不足以及

有待完善的地方。具体的文献综述思路如下： 

 

 

图 2.56 本研究文献综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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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本研究整理 

 

    2.3.1 TMT特征相关研究 

关于 TMT 的特征构成，根据研究目的和数据要求的差异，学者们对 TMT 的特征构

成进行了差异化的分类。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们分别从宏观层面、微观层面以及具体

领域三个角度展开研究。研究文献表明，学者们普遍认为 TMT 背景具有多个维度，同

时也有学者将其划分为人口背景特征变量和潜在变量两个主要类别。这些因素都会影

响到企业经营绩效，但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定论。性别、年龄、民族、国籍等基本要

素是背景特征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学历水平、团队任期、职业背景等经验能力要素则

被视为隐形变量（Hambrick，1996；Simons et al.，1999）。此外，还存在着一些新

的视角或观点。目前，TMT 的多维度性在我国学术界得到广泛认可，陈传明与孙俊华

（2008）基于人口背景指标（如性别、年龄、民族、教育背景等）而王雪莉等（2013）

基于经验指标（如任期、职业经历、海外经历、政府任职背景等）对 TMT 其多维度进

行定义和分析。在考虑到 TMT 对组织的治理能力时，我们需要认识到“他们的经验和内

在价值观对于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和团队决策质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不

仅仅取决于他们的性别和年龄等基础变量；考虑到中国转型经济环境，本土和外资企

TMT 特征、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 

 

研究评述 

TMT 特征研究 CSR 相关研究 
组织冗余、制度

环境相关研究 

企业绩效相关

研究 

定义解释 影响因素 度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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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都高度重视政治关系网络的培养以及 TMT 成员在海外的背景，这些中国企业文化的

特点决定了 TMT 战略选择行为必须更加关注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网络等动态特征因素”

（李冬伟与吴菁，2017） 

因此，在高层梯队理论、TMT 同质异质特征、基于社会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

人口学特征统计学以及先前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选取 A 股上市公司 TMT 人口背景易

于衡量的显性特征（年龄、学历、任期）；TMT 社会资本特质（海外经验、政治关联）

这五个维度的变量，研究 TMT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以及企业绩效的影响。 

    2.3.2 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研究  

         2.3.2.1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 

通过对关于 CSR 影响因素的大量文献阅读与分析，可以从制度，组织，以及个人

三个层面分析 CSR 的影响因素。可参考图 2.6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多层次和

多学科模型中的预测因素、结果、中介因素和调节因素。 

第一，制度层面。尤其是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压力，推动影响公司参与企业社会责

任（例如，Agle et al., 1999；Sharma et al., 2005；Stevensry et al., 2005）。最近的研究

表明，利益相关者在试图影响企业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同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参

与着不同的活动。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消费者，供应商，以及政府，社区，媒体和

利益团体(David et al., 2007)。无论其具体作用如何，Aguilera et al. (2007)理论认为，利益

相关者对公司施加压力以参与企业社会责任有三个主要动机：（1）工具性（即自利驱

动），（2）关系性（即基于对集团成员间关系的关注）和（3）道德性（即基于对道

德标准和道德原则的关注）。 

第二，组织层面。企业社会责任参与度的一个影响因素是企业的工具性动机，即

企业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有可能提高竞争力和合法性（Bansal & Roth，2000；

Sharma, 2000）。此外，公司受到规范性原因的激励，如责任感和义务感会遵循更高的

秩序或道德以及管理意识(Aguilera et al., 2007)。企业特定变量也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计

划。预测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确保企业的使命和价值观与其社会责任保

持一致(Bansal, 2003；Marcus & &erson, 2006)。企业财务特征如企业规模、盈利能力正

向影响企业 CSR 披露（沈洪涛，2015；马连福，2015）。除此之外，公司治理与高管

薪酬也会调节企业社会责任质量 (Mahoney, 2006; 苏然，2016)。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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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股、独立董事比例以及高管薪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联（陈智，2011）。近

几年也有不少学者开始延伸到 TMT 特征，有研究表明企业高管团队的年龄、任期和专

业背景特质对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价值的相关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吴梦云，

2018）。 

第三，个人层面。高管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诺是企业社会责任参与度的重要预测

因素(Greening & Gray, 1994；Muller & Kolk, 2010)。从上司那里感受到强烈鼓励信号的

员工更有可能发展和实施对自然环境产生积极影响的创造性想法。而由于制度力量而

参与企业社会责任但没有管理承诺的组织参与“脱钩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Marquis, 

2015)。个人层面的分析文献还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其他预测因素。Aguilera et al. 

(2007) 在其概念框架里概述员工心理需求如生理、安全、依恋、尊重和自我实现如何推

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参与。Rupp (2011) 用更现代的组织公正观解释了为什么员工受到关

系和道德等自利以外 CSR 动机的驱动。 

 

 

 

 

 

 

 

 

 

 

 

图 2.67 企业社会责任多层次多学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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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Aguinish & Glavas, 2012) 

 

         2.3.2.2企业社会责任披露行为和质量 

目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在本

文中，我们将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演变历程、动机、影响因素、经济后果以及中国

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现状和不足进行逐一评述。 

首先，随着 CSR 报告的不断完善，对 CSR 披露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

阶段，如下图 2.7 所呈现的那样。在 19 世纪 70 年代的萌芽阶段，雇员报告的初现。这

是最早的一种 CSR 报告形式雏形。早期的雇员报告主要为雇主提供相关信息。为了确

保劳工权益得到保障，英美等发达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案，其中包括最早的 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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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雏形——雇员报告的披露。企业应当公开员工信息，包括员工数量、年龄分布以及

年度工作时间等方面的数据。在此阶段，探究企业如何公开员工相关信息成为研究的

聚焦点。 

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企业环境及其相关报告的涌现标志着 CSR 披露研究进入了

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企业年报是披露环境相关信息最重要的载体之一。随

着社会对企业环境信息的日益关注，企业年报中零散的环境信息已无法满足利益相关

者的需求，加之外部公众和社会环境的压力，一些企业开始发布独立的环境报告，系

统地披露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表现比如关于环境的战略，如何管理保护优化环境。在

此阶段，企业专注于披露环境信息。聚焦于探究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以及社区安全

等方面的信息。企业关注的焦点逐渐由企业自身转移到了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中去，

这也是环境报告得以产生并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在企业社会责任综合报告的诞生阶

段（21 世纪至今），CSR 披露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该阶段主要是对社会责任

报告进行规范和引导，以促进其发展并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随着公众对社会

责任的认知逐渐加深，企业被要求提供更加客观、透明的社会责任信息，以履行其社

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综合财务报告成为企业披露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全球报

告倡议组织推出了一系列社会责任报告标准和编制指南，以促进企业在经济、社会和

环境三个方面全面披露其社会责任绩效，从而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在这一背景下，

企业社会责任综合年度报告应运而生。同时，企业逐渐认识到，为了实现长期的可持

续发展，必须全面考虑和有效管理与其相关的利益需求。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开始由

单纯关注经济价值转向兼顾经济和环境双重目标。因此，在此阶段，企业社会责任报

告的命名和内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企业不再发布单一的环境报告或环境与安全

报告，而是公开更为全面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向公众及其利益相关者全面披露其在

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表现。同时，企业还将社会责任信息作为一种战略资源来进

行开发和利用。GRI和 ESG已成为企业披露其社会责任的重要准则，为企业提供了必要

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在此阶段的研究中，焦点集中于探究 CSR 披露的前因和其后果即

其经济影响。 

 

 

 

图 2.8 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研究的演进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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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本研究整理 

 

经济学、会计学和管理学对于企业自愿或被动地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原因，分别

从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所带来的益处和未披露可能带来的惩罚和损失两个方面进行解释。

管理学学者则把社会责任信息看作是一种公共物品，因此企业可以通过向社会公众进

行公开披露来获取声誉收益。管理学学者则主要是从激励约束角度出发，研究企业自

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所产生的效用以及这种效应的来源。根据经济学学者的观点，企

业或个人的经济活动可能会对他人或社会产生非市场化的影响，因此企业需要进行自

我规范和管理。通过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可以有效地消除经济外部性，从而实现

社会福利的最大化（Barnett & King，2008）。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动机和结果，

可以从信息不对称和信号传递理论的角度进行解释，这些理论为会计学学者提供了重

要的参考。经济学研究表明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具有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资源

配置效率的作用，而会计学则强调了会计信息质量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根据

Connelly等人在 2010年的研究，信号传递理论指出，企业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向相关利

益相关者传递内部信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而帮助利益相关者更全面地了

解企业的经营状况。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作为一种信息产品，在信息使用者中产生了良

好的效果，并逐渐成为一种新的信息生产模式——社会责任会计信息。发布社会责任报

告是企业展示其巨大的经济实力和竞争优势的有力信号，有助于提高利益相关者对企

业的认知和认可。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产，也逐渐成为学术界关

注的热点。资源基础理论——"强调有价值，稀缺，不可模仿和不可替代的资源与能力，

例如组织声誉，管理技巧，组织过程与惯例，组织文化，信息知识，将为企业带来可

持续竞争优势"(Barney，1991)。本文将以资源基础理论为指导，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证



34 

 

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揭示出资源基础理论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中发挥的作用及其

机理。（1）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和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务和其他

资源的投入，这也是资源基础理论中有助于从企业内部因素考察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

原因之一；（2）其次，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和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无形中为企业创

造了珍贵的、稀缺的资源，如公众的信任、企业创新驱动力、有道德的企业文化、高

认知以及高质量的人才和高效率的市场效率等；（3）最终，随着政策不确定性，日益

激烈竞争的行业市场，企业可以通过承担社会责任并公开社会责任信息，向公众传达

其良好的企业道德行为，从而在某种程度实现了差异化战略（Bansal，2005）。因此，

从资源基础理论的视角来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披露其社会责任信息并非是被动应

对外部制度压力或负担的选择，反而可以成为企业主动制定战略和增强竞争优势的有

力工具。 

鉴于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企业在社会责任披露方面仍处于起步阶段，政府在企

业社会责任及其披露方面扮演着主导角色。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国

家开始重视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企业的社会责任及其披露，需要政府和相关单位从多

个角度进行规范和要求，以确保其合规性和透明度。企业是社会的细胞，其承担的社

会责任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在 2008-2012年期间，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行政

规定，强制要求大多数企业公开其社会责任报告。因此，大多数企业在披露其社会责

任时采取了被动披露的方式，而非主动公开。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越来越

多的国家加入到全球一体化进程中，企业与外界沟通更加频繁。披露企业社会责任的

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如部分上市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质

量不高，缺乏客观性和真实性。鉴于我国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起步相对较晚，相较

于其他发达国家，有些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着不够全面的问题。另外，一些公司

在信息披露时没有进行详细的说明，或者是过于简单。总体而言，揭示信息的方式更

偏向于定性，而非定量；文字叙述较多而量化分析较少。从内容上来看，企业社会责

任的概念界定不清，有许多模糊之处。此外，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方式、标准和

内容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其中最明显的区别是披露形式上的差别。就企业社会责任报

告的披露形式而言，简略不一，有的企业的 CSR 报告不仅包括文字，还涵盖了丰富的

图片演示和表格注解。就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而言，国外主要发达国家对企业社会

责任信息的披露有比较严格的规定，而中国交易所只是提出了一个基本框架，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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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市公司披露的最低标准。许多公司只遵守了最基本的信息披露要求，而未采取其

他措施。一些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过于简单，不全面，没有考虑到公司所处的行

业特点。然而，部分企业遵循国际通行的 GRI4 标准进行信息披露，其内容详实且信息

丰富。同时，一些企业还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对具体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做出调整或变

更，以适应不同市场环境下的需要。在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方面，由于不同的披露动机

和所处行业的差异，所披露的内容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一套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质量水平。在

此背景下，本文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初步探索与归纳分析。在先

前的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研究中，衡量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方法主要包括声誉评分法、

内容分析法和 KLD 指数法三种，或者根据研究需要自建指标分析体系。然而，这些方

法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和全面性不足。另外，现有文献多从单一角度出发进行评价，而

没有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其影响因素，使得评价结论不够全面。随着

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日益重视，专业的评级机构如润灵环球评级（Rankins CSR 

Ratings，RKS）应运而生，成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权威第三方评级机构。作为

一家致力于推动社会责任发展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独立评价机构，它不仅关注社会

责任报告本身质量的提高，更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进行全面综合评估。润灵环

球“旨在为责任投资者和责任消费者及社会公众提供客观科学的企业责任评级信息”。该

报告由 Running & Love Consulting for Common Welfare Co.Ltd.提供。该报告是对中

国公司 CSR 参与度进行评级的最常用来源之一，因此在学术研究中被广泛使用。运营

报告中各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主要得分由四个加权方面的总和组成，分别为宏观

（30%）、内容（45%）、技术（15%）和行业（10%）。以 M 为代表的宏观经济学关注

企业的战略、公司治理和经济关系。内容以 C 为代表，包括财务信息、就业和人权、

环境保护、客户关系以及参与当地社会发展。以 T 为代表的技术包括信息披露、企业

创新、信任和透明度、信息的规律性和效率。最后，该行业由 I 代表。企业社会责任

参与度的衡量标准因行业而异，每个行业都有其独特的衡量标准。值得注意的是，由

于中国上市公司未被授权发布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因此并非所有在中国上市的上市

公司都包含在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中。 

 

              2.3.2.3 TMT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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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企业高管团队这一核心战略决策主体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进行大量而

又系统的深入探究。学者分别对高管的人口统计特征，比如年龄、性别、任期、教育

水平、心理性格特征比如高管自信、CEO 自恋、高管傲慢、过往经历特征比如海外工

作经历、政治关联等不同高管特征如何影响到 CSR 的履行情况进行研究。 

一些学者的（孙德升 2009；韩飞，2017）研究表明，随着管理者年龄的增长和阅

历的积累，他们逐渐认识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和实现企业长期价值之间的相互促进关

系。此外，随着公司规模不断扩大，高管所拥有的资源也随之增加。随着高管及其团

队任期的延长，他们更能够从组织的长远利益出发审视社会责任问题。王士红（2021）

用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表明 TMT 任职年限与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但一些研究有相反的发现，Lewis et al. (2014)）研究结果表明，随着高管任期的缩

短，他们更倾向于实施积极的环境政策，并更倾向于公开环境信息，这表明高管的任

期与企业的社会绩效呈现负相关关系；Kang（2016）发现，那些长期担任 CEO 的人可

能更倾向于减少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诺，以期望在短期内实现财务业绩的增长。因此，

如果企业的管理者有能力在未来为自己带来利益的话，那么就应该努力保持较高的社

会绩效和良好的声誉来吸引人才。特别是在他们即将迈入退休年龄之际，这一点显得

尤为重要。 

学者（张兆国等，2018； 张英奎等，2019）研究发现，高管的学历差异与企业社

会责任呈现正相关，其中第一学历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高管团队人员对 CSR 履行有显

著的积极影响。此外，郭玉冰等人（2021）验证了高管们具有学术科研经验的能力和

认知特质，这些特质为企业的创新研发投入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从而增强了企业

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 

Mccarthy et al.（2017）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验证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

公司风险管理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验证管理者自信是否也能有效地提升企业风险

对冲能力。其研究结果表明，CEO 越有信心，就越容易忽视企业社会责任在风险对冲

中的作用。祁怀锦和刘艳霞（2018）实证研究表明 CSR 履行水平受到管理者自信心的

负面影响。而与之对应的是，董事长自恋性特征则可以正向影响 CSR 执行（Petrenko 

et al.，2016；靳小翠和郑宝红，2020)。学者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当自恋型 CEO 观察到

他们的关联公司在执行 CSR 方面表现出更高或更低的水平时，他们倾向于采取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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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策略；然而，傲慢的首席执行官只会减少对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履行（Tang et al.，

2018）。 

    衣凤鹏和徐二明 (2014) 发现高管团队人员的政治关联级别正向影响 CSR履行水

平。根据文雯与宋建波（2017）的研究，TMT 的海外背景对 CSR的执行产生了显著的

积极影响。根据李心斐等（2020）研究，董事长的海外学习和工作经验对企业社会责

任的履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海外经验的高管团队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产生的影

响显著高于董事长个体。 

      2.3.3企业绩效的相关研究 

             2.3.3.1 TMT特征与企业绩效 

Bantel (1992)研究表明年长的高管通常具有丰富的经验资源和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

可以帮助企业提升经营绩效。陈伟民（2007）实证研究表明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越长，

其与外部相关利益者比如供应商、客户、合作者以及政府机关、媒体等越容易建立和

保持良好的关系, 从而获得更多的信息资源以及得到政策优惠，带来更高的企业绩效。 

马彩凤（2019）研究表明较长的CEO任期对企业绩效的提升具有真实性,可靠性和

持续性的作用。夏文蔚（2017）研究发现 CEO 任期与企业绩效呈现倒 U 型关系且关系

较为显著。  

杨浩等人（2015）用中小板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创业型企业 TMT 教育

背景与企业绩效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但是刘泽双（2010）选取不同的公司业绩评

价指标（每股收益），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团队教育水平和公司绩效进行实证研

究发现,除了两个行业即仪电仪表和石油煤炭行业,TMT 的受教育水平与公司的经营业

绩不相关。 

学者 Faccio et al. (2006)通过研究 35 个国家中的 450 家有政治关联的公司在 1997 年

至 2002 年间的绩效，其结果表明那些有政治关系的公司比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更容易

获取政府信贷，并且当企业在遭遇经济危机时，也更容易获得政府的援助。孙铮等人

（2005）的研究指出,政治关系在中国是一种声誉机制。当企业家获得诸如政协委员和

人大代表的政治身份, 不仅表明该组织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规模；同时，也意味着

该组织为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因此获得政府和社会的认可。基于该视角, 

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地位起着传递企业质量信号的用途，这对于组织获取金融资源和额

外的发展机会有利（胡旭阳，2006）。王晓燕等（2017）研究表明政治关联能够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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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研发成本，利于其通过海外研发从而提高企业创新绩效。代飞

（2018）就国企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和企业价值影响的主效应分析实证发现，国

企高管政治关联能提高企业短期绩效。 

    Mariassunta (2004) 在其关于董事海外经历在新兴市场公司业绩方面的研究中发

现，该公司雇用有海外经历董事的业绩将会有显着提高。根据 Slater 和 Heather

（2009）的研究，具有海外背景的 CEO对公司的企业环境绩效（CEP）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而 CEO 在海外的任职经历也将对公司的社会绩效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Giannetti 

(2015) 发现受西方发达国家文化及其他因素影响，海外背景高管倾向于更多地使用成

熟资本市场的方法和手段来进行公司治理，从而提高公司创新绩效。刘柏与郭书妍 

(2017) 研究中指出董事会人力资本协调效应将影响公司经营绩效，所以高管拥有海外

工作经历将有助于最大化推动利益相关者实现其利益。黄婷（2018）研究中指出随着

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提高，那些拥有国际化经验背景的 CEO将会显著提升公司的财务绩

效。根据程石等人（2020）的研究，海外背景的高管作为人力资本的一种体现形式，

对于提升公司绩效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2.3.3.2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 

在学术界，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一直存在争议，还没有达成共识。一

些学者的研究表明，企业的社会责任与其绩效之间存在着负相关或无相关的关系。本

研究主要从财务视角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根据温素彬和

方苑（2008）的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当季的财务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从长远来

看，这种影响反而会带来积极的效果。根据王太林（2011）的实证研究分析，企业在

承担对员工的责任时，可能会对其财务绩效产生不利影响。根据李伟（2012）的研究，

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对其成本产生了负面影响，从而对企业的利润产生了不利影响，

最终导致企业绩效的下降。杨伯坚（2012）运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编制的上市公司社

会责任指数”对中国上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其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

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并未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但是，利益相关者的观点表明，当企业了解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并努力满足他们的

需求时，企业的境况会更好，满足其利益相关者的公司能够创造战略竞争优势

(Freeman, 1984）。Han et al. (2008) 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指数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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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关关系。并且，企业社会责任提升的声誉中可以抵消企业在遭遇重大危机或丑闻

时的负面影响 (Gove and Janney，2011) 。即就是说，当企业社会责任较高时，企业的财

务绩效容易获得保障部分不会在危机与丑闻中受到严重损害。Lin and Wu (2014) 发现了

企业社会责任评级越高，企业的股权成本越低。Almsafir (2014) 与其他企业相比，当企

业社会责任指数被高度评价时，财务绩效会更好。Jiraporn et al. (2014)发现，具有良好

企业社会责任评级的公司享有更高的信用评级。拥有良好的信用评级能降低其融资成

本，企业就能够在战略计划中获得可能需要的现金，从而比其他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较

低的竞争对手有更好的机会。 

国内学者（邵翠丽，2016；王琛和朱灏，2017；崔也光和李博，2018；齐殿伟，

2019；杨姗姗，2020）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于财务绩效具有积极作

用。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2.3.4组织冗余的相关研究 

             2.3.4.1组织冗余与企业社会责任 

正如前面文献所解释的，组织的冗余资源在企业特殊需要时期可以发挥一定的资

源缓冲作用，以确保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短期和中期的经营业

绩都将得到改善，从而使公司的整体价值得以提升。企业的短期绩效需求得到了组织

冗余的缓冲，从而为高层管理人员提供了财务保障，使他们能够采取推动企业长期利

益发展的策略，并积极探索新的项目或推广新的市场。当组织冗余与企业的环境投资

决策相联系时，企业可以从这一渠道获得收益。尽管企业的环境投资被视为一项明显

的开支，但其所带来的长期回报却是不可忽视的。在过去几十年中，越来越多的研究

已经证明企业的冗余资源对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显着的作用和影响。因此，那些

拥有组织冗余的企业，特别是那些未吸收冗余资源的企业，将会更加积极地进行绿色

投资，以推动可持续发展。此外，在很多研究中也都证明了组织冗余可以显着降低企

业社会责任的成本。正如学者 Leonidou et al.（2013）的研究成果表明“企业的冗余资源

对企业的绿色产品、绿色定价、绿色分销等体现企业社会责任的绿色活动具有显著促

进作用”。不过，Kang et al.（2016）等其他学者通过对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访谈，总结

出组织冗余资源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原因是“当公司业绩突然提高，

也就是资源冗余提高后，它们通常不增加与业务无关的投资。比如，为避免危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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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厚的年薪而进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执行”。 

尽管不同类型的社会责任活动所需的冗余资源存在差异，但作为实现社会责任的

重要依赖，组织未吸收或者未沉淀的冗余资源越多，组织利用这些资源的方式就越得

心应手，成本会得到最大化的减少，同时也为实现社会责任提供了缓冲空间，由此企

业的竞争优势也会得到大力提升。若企业内部资源稀缺，无法吸纳多余资源，无法灵

活调配资源，那么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就如同一片无根之木、一片无源之水。当企业

面临外部压力时，会通过提高自身资源使用效率来降低风险。因此，在资源充裕的情

况下，“企业应主动增加未吸收冗余的社会责任性投资，以实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平衡，

从而获得巨大的社会直接和溢出效应，并获得政府政策支持、良好的社会反馈和持续

的顾客市场”（贾晓霞和张瑞，2013）。 

在中国的背景下，大多数中国企业尚未形成一种正式的组织惯例，以履行其社会

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随着社会经济环境和企业外部环境变化

而不断调整。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需要进行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包括供应商、客户、员

工和社区等方面的建设投入，以及与利益相关者的信息沟通和环境绿色创新的研发，

这些商业活动都受到企业自身资源条件的影响。这些活动所需的各种资源都是企业内

部资源无法解决和替代的，因此，这些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就必然要受到外部力量——

政府以及相关行业组织的约束。在此情境下，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将更加依赖于可灵

活调配、具有一定流动性的非沉淀性冗余资源，这些资源将为企业提供必要的支持。

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对其相关资源的利用和配置，来促进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并提

升竞争力。企业社会责任需要企业满足股东，供应商，员工和客户等不同利益相关者

的不同需求，而不是沉淀性冗余资源社会责任性投资能够平衡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给

企业实现社会责任提供缓冲空间，让企业产生更明显的竞争优势越好(何音等，2020)。

同时，企业的高管团队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影响了其行为决策和企业绩效。从高管团队

特征、企业社会责任以及企业绩效的角度来看，冗余资源在企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

角色。 

               2.3.4.2组织冗余与企业绩效 

从不同理论基础来看，组织冗余资源作用也有差异。代理理论认为，组织冗余资

源对企业来说并不是一种积极资源。在企业拥有大量冗余资源的情况下，一些管理者

可能会陷入现状，缺乏对外部环境变化形势的敏锐感知和创新思维，从而错失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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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企业绩效降低。冗余资源与员工创造力之间存在着显着正相关关系。过多的多余

资源会掩盖企业真实的经营状况，导致管理者产生企业运营良好的错觉，从而加剧企

业的惰性，对企业的创新和绩效产生不利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冗余资源是一种重要的

资源，可以通过提高员工满意度、改善工作氛围等方式提升企业绩效。根据组织理论，

冗余资源的运用可以缓解外部环境所带来的冲击，从而发挥资源缓冲的作用，以协调

内部冲突并维护企业的稳定；而且非沉淀冗余资源，如流动资产、现金等价物等能够

缓解资源约束压力，从而有效地减少融资成本，提高企业绩效（李晓翔与刘春林，

2011）。 

目前已有大量文献研究组织冗余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些研究结果表明，

组织冗余与企业绩效呈线性正相关或者负相关；而另一些学者的研究则表明，由于时

间序列、环境不确定性以及企业生命周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组织冗余与企业绩效之

间存在着比如倒 U 形、正 U 形关系非线性关联。 

Vanacker et al. (2013) 认为，组织冗余因为是企业的富余资源，从而使得企业管理人

员会用此资源来将增加研发、绿色创新、开发新产品、开创新市场、尝试不同的新产

品组合或者服务。尽管新项目的尝试、新产品的研发以及新市场的开拓可能会带来一

定的风险，虽然这些举措并不能完全避免潜在的不确定性，但这一系列活动对企业的

经济绩效实则意义非凡。此外，组织冗余资源也可以变相的缓冲和减少由于 VUCA 高

不确定性的动荡环境带来的影响和冲击。由此可见，组织冗余资源尤其是非沉淀冗余

对企业的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Voss (2008) 指出组织冗余是一种具有高度灵活性、

潜在价值和可充分利用的资源，可以被调用和转化，以实现企业目标，同时也是组织

成长发展的重要内生因子，有助于组织在竞争激烈、合法性困境和高速增长的资源需

求下，通过利用这些资源来应对企业生存和市场竞争的需要（李晓翔与刘春林，

2010）。根据学者 Troilo et al. (2014)，Hughes et al. (2015)的研究表明，企业的组织冗余

资源与激进型创新两者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即组织冗余与激进创新具有正相关的关系。

究其缘由，是在于组织冗余资源具有相当高的灵活性，从而可以帮助企业抓住产生突

破性创新的市场和技术机会。Singh (1986) 在研究中提出，企业绩效与组织中的非沉淀

性冗余资源之间有正向的关系，绩效良好的企业比绩效不佳的企业存在更多的冗余资

源。Tang and Peng (2003) 以及 Huang and Chen (2010) 研究结果表明，非沉淀性冗余资源

多的组织因为其盈余充足，从而这类企业更愿意去以及更有能力去承担不确定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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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非沉淀性的冗余资源可协助缓解组织在变革中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压力，这就

使得组织更有机会实现其组织目标。Bourgeois (1981) 指出非沉淀性冗余资源可被组织

控制者任意调配和使用的一种富余的资源，能起到资源缓冲器的作用，让企业可以应

对环境不确定性而釆取调整行动。 

也有学者认为，组织冗余可能降低企业的经济绩效。因为组织冗余造成了低效和

浪费，它降低了对具有实际效益的项目的资金投入，从而削弱了创业的创新性；同时

由于组织冗余资源与创业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替代关系，使得企业的创新行为在一定程

度上受到组织冗余资源的影响。此外，过度依赖冗余资源可能导致决策者盲目自信地

采取过度分散、激进的投资和多元化战略，从而影响组织的效率和稳定性，从而导致

企业的经济损失以及阻碍组织对市场的预判和快速反应。因而，组织冗余对企业的财

务绩效具有负向影响作用 (Greenley & Oktemgil, 1998)。 

还有的学者通过研究发现，组织冗余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学者贾晓

霞与张瑞（2013）的研究表明企业的战略转型受到专用性冗余的正向影响，然而，一

般性组织冗余与企业战略转型之间呈现出一种正 U 形的关联。李晓翔与刘春林（2011）

通过研究上市公司样本对照组发现，组织冗余与企业经济绩效并非简单线性关系。比

如，在那些成长缓慢且经营状况不佳的企业中，组织冗余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呈现出

一种正 U 型的相互关系 。而那些具有高成长性和良好经营表现的企业中，组织冗余与

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呈现出一种倒 U 型的相互关系。 

       2.3.5制度环境的相关研究 

              2.3.5.1制度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 

学者们认为，制度是对社会经济结构和企业效率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因素。在制

度经济学中，制度被视为一种组织安排。根据 North（1990）的观点，制度是一种限制

个人决策集合和社会博弈规则的机制，它是一种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人们行为的约束

条件。这些约束可以是有意设计或规定的正式约束，例如法律、规则、合同，也可以

是非正式的约束，例如社会规范、道德准则、惯例等。这些约束可以来自企业外部，

形成外部制度，也可以来自企业内部，形成企业内部制度。企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

境都会影响企业的运作效率，因此需要通过一定的机制去制约这些因素以达到预期目

的。社会关系的调整需要遵循一系列法律规范，这些规范包括但不限于行政、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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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在西方国家中，法律外制度通常被定义为企业

外部的制度，如法律环境、政府管制等。 

根据 Dyck and Zingales（2004）的观点，法律外制度的范畴涵盖了产品市场的竞

争、媒体的关注、道德规范的约束以及文化等多个层面。总体而言，制度经济学派学

者以 North 为代表，倾向于将制度视为一套约束行为的规范体系，其中包括正式的法

律法规和非正式的伦理道德等规范。这些规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现实中的行为模式进

行抽象而形成的。尽管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但它们之间的紧

密联系却是无法忽视的。正式规则对非正式规则具有制约作用，而非正式规则又是正

式规则实施的基础。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关系。非正式规则

在正式规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非正式制度对正式规范起着重要的作用，它能

够使正式规则得到更好地发挥和执行。同样地，非正式制度的有效发挥需要依赖于正

式制度的支撑，这是不可或缺的（罗能生，2002）。 

以 Scott 为代表的组织社会学者们认为，制度的内涵边界不仅包括法律、规制、程

序、规范、传统和习俗，还包括“为人的行为提供‘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

道德模板等” (Scott, 2001)。组织社会学派的界定范围超越了制度经济学派的范畴，其所

包含的概念和外延更为广泛。其认为，制度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因素所

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组织社会学派提出了制度的三个系统的理论模型，分别是管制

制度、规范制度和认知制度。“管制制度集中于正式的制度系统和政府授权的保障机制；

规范制度包含一系列类似规则、规定、准则和行为标准等元素，它与管制制度的强制

性措施不同，规范制度更多的是建立在共享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的平台上，带有很强

烈的‘道德’权威色彩；认知制度是指组织包括政府、社会机构等固有的信念和价值，它

们可能是内部滋生的，也可能是外部社会角色赋予的” (DiMaggio & Powell, 1983)。 

目前，企业战略学者借鉴的社会学制度理论主要来自于组织社会学，提出的制度

三系统的理论模型被企业战略研究工作者普遍地运用于制度变量的测量（吕源，

2009）。Scott 的制度系统广受推崇，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其创新性。制度是由一系列相

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因素所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Scott 的制度体系跨越了多个学科领

域，涵盖了几乎所有人类社会中的制度要素，形成了一个高度复杂的框架。其次，在

不同的学科领域中对制度的研究可以相互借鉴或补充。管制制度的实施涉及到政治体

制的规范化、国家法律的规范化以及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的规范化；组织结构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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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治理制度则是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成果在不同层次中的应用。规范制

度与比较文化方法存在重叠之处，而认知环境则涵盖了人类文化学和心理学两个方面

的元素。这些都为制度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使其能够更深入地解释现实中的

各种问题。其次，从学科规范的角度来看，制度理论已经突破了传统理论的限制，对

制度的来源、层面和约束机制进行了更加精细的阐述。再次，通过分析社会结构中各

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权力关系，揭示出制度是如何被建立起来并影响其运行

的。 

本文的所涉及的制度概念或者制度环境概念是主要是聚焦于企业外部制度，外部

制度下的区域发展制度。结合我国当前的制度背景特征，本文遵循管理学的主流文献 

(Zhao & Lu, 2016；Shi et al., 2012)，以中国各省的市场化指数衡量区域制度发展。该指

数综合评估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非国有企业在市场中的占比、产品、服务

和要素市场的发展趋势，以及市场中介机构和法律制度的演进情况，对省级机构制度

进行了全面评估。 

企业的经济行为必然受到其所处的政治、社会、经济、与制度环境的综合影响，

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企业的发展轨迹。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一个企业都会

面临不同程度的风险。尤其是大型企业，更容易引起利益集团、政府、和社会公众的

关注，同时也承受着更为复杂的制度环境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在这些外部因素中，市

场化是最重要的一个变量。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市场化进程尚未

达到成熟阶段，不同地区的市场化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不均衡和差异。不同的地区市

场化水平有很大差距。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政府的干预程度逐渐减少，市场中介

组织的成熟程度和法制的健全程度也随之提高，从而使得企业信息的透明度得到进一

步提升，这就使得企业基于合法和规制道德约束从而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 

              2.3.5.2制度环境与企业绩效 

根据 Scott 的广义上制度的概念，企业所处的外部市场环境、文化背景等、法律规

章、皆为制度的组成部分，构成了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一个

企业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风险。市场是一种以有序、规范的方式进行交换的机制。在

这一意义上讲，市场经济就是一种制度安排。市场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或契约安排，对

市场主体施加着一种无形的束缚，使其无法直接观察到市场的变化和发展。市场经济

的基本特点就是市场化。市场化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状态，通过利用市场的力量推



45 

 

动资源和生产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企业、部门或地区向生产率较高的企业、部门或地

区流动。从经济学角度看，市场机制的运行过程就是一个资源配置的过程。随着市场

化程度的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将变得更加重要，这将推动自由竞争的增加

和垄断势力的减少，同时也将促进法律的完善和行政计划的减少和退出，从而提高整

个市场的效率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因此，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求政

府进行必要的干预来实现这种功能。樊纲（2011）及其团队的研究表明，随着市场化

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的资源配置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同时经济增长速度也得到了

明显的加快。本文基于市场化与资源配置效率两个方面出发，分析其在企业社会责任

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机制。在宏观层面上，市场化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

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在微观层面上，它则可能推动企业更快地进行技术创新、选择

更加高效的融资方式来提高资金运转率（姜付秀和黄继承，2011；冯宗宪等人，2011；

徐明东与田素华，2013）。 

 

2.4 研究评述 

关于 TMT 背景，与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研究，不少学者的研究中证实高

管的性别、任期和年龄等特征与履行社会责任有一定关系。学者对高管特征与企业其

他方面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并指出了，高管不同的性别、年龄、任期、教育背景和工作

背景特征对企业内部控制、企业投资、企业风险、企业战略、企业避税以及企业创新

产生影响。 

尽管如此，研究高管团队背景时，笔者发现未充分考虑中国情境特征，例如高管

在政府任职期间的经历以及其在海外的学习或者工作背景等方面。基于此原因，本研

究旨在综合考虑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年龄、任期、学历、政府关联和海外背景特征，

以更深入的和更全面的方式分析 TMT 多个维度特征，并探讨这各个 TMT 维度对企业

社会责任和其经济绩效的影响。 

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领域不仅限于管理学，它也受到了经济、金融、运营营销社

会学等多个领域的广泛关注和推崇。在我国，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市场经济发展迅

速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企业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问题日益凸显。因为国内外学术界

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所以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一事

实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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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前人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后，发现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主要集中在利益

相关者理论上，该理论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能够促进企业与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关系建立，

从而提高企业绩效；而代理理论则聚焦于公司治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在我国，

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市场经济发展迅速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企业承担着更多的社会

责任问题日益凸显。企业的合法性在制度理论中得到了强调。资源基础理论指出，企

业社会责任在特定条件下，可以为企业创造竞争优势。高阶理论的核心在于关注高层

管理团队人员的人口和背景特质或认知，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

履行。其次，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方法上也有不同观点。一些学者以激励经济学和信息

学为理论基础，探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内在动因，以及信息不对称对企业获取资源

和竞争优势程度的影响。ESG 的重要性和价值已经被企业和大众所认知，因此，为了

同时满足经济、社会和环境利益，我们必须理解它们之间的交集。本文从高管团队不

同特征维度切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绩效之间的相关性问题。考虑到 TMT 特征与企业

绩效之间的关系，若仅从单一聚焦的理论角度出发进行探讨，则 CSR 与企业绩效之间

的联系将受到一定的限制。 

研究 CSR 的前因和后果固然重要。但是也需要关注预测因素与结果之间的中介路

径以及两两关系之间的调节边界作用。鉴于此，本研究基于高管 TMT 背景特征视角，

分析个人以及组织层面 CSR 的前因，分析企业社会责任在高管特征与企业绩效间的中

介桥梁作用，本研究还探讨内外部环境，即内部组织冗余与外部环境制度这两个权变

作用的调节变量，综合宏观和微观视角，探析企业内外部动因对 CSR 履行以及对企业

绩效的影响。 

 

2.5 本章小结 

本章第一节围绕研究问题即 TMT 特征，CSR 与企业绩效三者关系展开理论基础介

绍，分别梳理了高阶梯队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以及信号传递理论与

研究问题的关系。首先根据高阶梯队理论，高管特征在组织战略的形成过程中起到关

键作用。利益相关者的理论表明企业满足其利益相关者的公司能够创造战略竞争优势。

资源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本身是各种异质性资源所集合而成的集合体，企业借助于

对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各类活动的开展，从而获取竞争优势。信号传递理论的核心逻

辑就是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企业通过其社会责任履行与披露可以向公众传达自己

真实的价值。从高阶理论阐述了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以及企业绩效的影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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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从利益相关者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信号传递理论角度阐述了 TMT 特征对企业社

会责任、TMT 特征对企业绩效、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这为理解研究

TMT 特征，企业社会责任以及企业绩效三个主要变量并理顺其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提

供了理论基础保障。 

本章第二节对几个关键指标的概念进行梳理。同时，本节最主要对现有国内外

TMT 特征与企业绩效、TMT 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研

究进行梳理。结合第一节的理论基础及其适用性分析，本节进一步明晰分析了 TMT 特

征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影响企业绩效的机理。并进一步探究组织冗余在

TMT 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制度环境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影响方面起到的调

节作用。 

本章第三节是研究评述。通过对现有研究文献的梳理与整合，对前人的研究成果

进行综合凝练，并对其进行肯定和学习借鉴，以深入了解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

从而明确研究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本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本节根据现有研究的不足提

出了新的研究视角，即将 TMT 特征、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在本章中，我们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以支撑本研究的深入探究。实证研

究的基础和前提在于理论研究，而本章则为后续实证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形成了

相应的逻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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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 

 

3.1 研究假设 

    本研究聚焦高管团队特征（特征分为 5个维度，即 TMT年龄、TMT任期、TMT教育水

平、TMT海外背景、TMT 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以及企业绩效间关系研究，本研究

假设推导如下： 

    3.1.1 TMT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3.1.1.1年龄 

高管成员的年龄与其知识储备、决策经验、适应能力和变革意愿等密切相关。由

于其丰富的经验和阅历，年长的管理者在企业跨领域活动中获得的机会比年轻的管理

者更为广泛，因此他们可以更多地与外部主体互动，从而不停的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

网络并逐步扩大其社会网络规模。在社会关系网络的质量方面，从初始建立的弱关系

向强关系的转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只有通过在商业关系中长时间的相互交往和接触，

才能建立起信任，从而实现关系网络中社会资本的实质性转化。 

学者（陈伟民，2007；魏立群与王智慧，2002；朱明琪，2018）研究表明，在我

国沪深上市公司中，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即随着高管团队

年龄的增长，企业绩效也随之增加。陈晓红等人（2006）研究表明，不同的管理团队

特质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具有显著的差异，研究发现国有企业 TMT 的平均年龄与

企业绩效正相关，民营企业 TMT 的年龄、任期和教育水平与企业绩效正相关。这表明

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越长，其与外部相关利益者越容易建立和保持良好的关系，从而

获得更多的信息资源，带来更高的企业绩效。此外,年长的高层管理者可依赖的社会关

系网络规模更大和社会网络质量相对更高, 企业可以从政府及机构以及企业间的关系网

络中获取关键资源和信息，这些资源包括知识、技术、市场、资金等，同时也包括政

策的支持，这些资源都是隐性的，有助于企业发展。因此，本研究认为，企业 TMT 成

员的年龄越长，越能储蓄积累更多的隐性资源, 从而带来更高的企业绩效。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TMT 年龄对企业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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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2任期 

TMT 任职时间长度即为其任期。根据学者（汪金龙和李创霏，2007；江岭，2008）

研究的结论表明 TMT 平均任期影响企业绩效。即企业的高管团队成员任期越长，越有

利于企业业绩的提升。较年长的高管团队人员任期对企业绩效的提升具有真实性,可靠

性和持续性的作用（马彩凤，2019）。即就是说，高管团队成员的任职期限越长，

TMT 成员对企业使命以及企业文化的认同就也更高。随着团队成员对所处企业文化的

认同度提高，他们对企业内部运营和外部市场环境的了解也随之加深。当一个企业面

临着新的竞争压力时，它能够通过建立自己独特的组织结构来应对这种变化。这样一

来，团队的稳定性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从而使其更加稳固可靠。当员工与领导之间存

在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对称时，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到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并提出

意见，这就为企业战略决策提供了可能。随着高管团队成员共事时间的延长，成员之

间的默契程度逐渐提高，从而增强了团队凝聚力，提高了沟通效率。在这种情况下，

就大量减少了团队决策过程中的摩擦和冲突次数，并随之提高了决策的精准度和执行

度，最终积极影响企业绩效。由此，本研究认为，企业 TMT 成员的平均任期越长，越

有利于企业业绩的增长。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b：TMT 任期对企业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3.1.1.3学历 

高水平的教育是高层管理团队成员专业知识体系完整性和思维能力健全性的体现。

学者（杨浩等人，2015；孙凯，2019）研究表明 TMT 教育背景正向影响企业绩效。罗

红霞（2014）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学历正向影响企业投资效率，而投资效率

也是正向影响企业绩效，从而表明高管团队学历正向促进企业绩效。 

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企业的经济效益增长与其人力资本水平息息相关，高

水平的人力资本对企业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Choetal，1994）。在我国上市公司中，

高管团队成员一般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学历背景。在高管团队中，那些拥有高学历的人

通常具备较强的认知和学习能力，能够更好地接纳新事物；能够将自身所学知识与其

他员工分享、交流并加以应用，从而使组织获得更多创新机会及竞争优势。在另一个

角度来看，Bantel & Jackson（1992）年的研究结果指出，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高层管

理人员通常具备强大的适应性和过滤复杂信息的能力。因此，在企业中建立一个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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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高效的高管队伍，不仅能够提高组织绩效，而且还能提升公司价值。根据高层

梯队理论，那些拥有高学历的成员往往能够获得更高的职位和更优厚的薪酬待遇，这

种待遇不仅是他们权力和责任感的重要来源，更是他们在职场中展现出的卓越表现的

重要体现。更强的责任感会以内在驱动力的形式推动高管人员注重管理绩效与公司治

理，从而提高其企业的运作效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管成员，对外界的信息接收程

度更高，接受了相对教育级别更高的高管团队会通过他们较强的信息处理能力，资源

整合能力以及先进而有效的经营战略从而影响到企业的绩效 (Tihanyi et al., 2000)。因此，

本研究认为，企业 TMT 成员的平均学历越高，会带来更高的企业绩效。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c：TMT 学历对企业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3.1.1.4海外经历 

根据高阶梯队理论，组织的各项具体业务都将受到管理层个人的能力特质、认知

特质等的影响，而具备海外经历的高管团队则在以下方面有突出的表现如企业投资效

率、研发投入、资本结构管理、创新绩效等。根据王雪莉等人（2013）研究，具备海

外背景的TMT团队能积极影响企业短期、长期、创新和海外绩效。 黄婷（2018）研究

表明企业具有国际化经验背景的 CEO 会大大提升公司财务绩效。程石等人（2020）从

公司治理的角度，研究表明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团队，作为人力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

对提高公司绩效具有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学者(黄国良与徐加武，2016；Yuan & Wen, 

2018) 的研究指出具有海外经验的高级管理团队能促进资本结构优化以及提升企业创新

能力。 

高层管理人员具有国际工作经验，可以帮助他们提高他们对有关利益者的了解并

潜移默化他们的个人价值观 (Slater & Dixon-Fowler et al，2009)。高管团队成员的文化程

度、职业背景及社会地位都会影响到他的价值观，并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企业经营管

理实践。高管在海外的经历，塑造了个人个性化的价值观、认知以及人生态度和思维

思考方式，这些都是通过个人亲身感受和深入思考而形成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高

管所在组织的文化特质及其发展方向，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相对来

说，海外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更发达、公司治理方式更先进、政府监管效率更高、信息

披露制度更严格、法律制度更完善、这一系列外部环境让海外生活学习工作的高管团

队人员通过海外教育熏陶、本土生活体验、社交沟通等方式与高管个人原有特征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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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互相契合，进而对其价值观念、认知框架产生冲击，并最终获得一些有别于中

华文化区域传统价值观念的知识 (Slater&Dixon-Fowler，2009)。因此，在不同文化背景

下所获得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是可以相互融合并得到有效运用的。高管在海外学习或

工作的过程中，会受到高质量的教育和与国内不同的实践培训等方式的熏陶，从而塑

造出与海外环境相适应的认知和能力特征，这为他们积累了完善的知识结构和强大的

信息搜集、企业管理和投资者关系管理能力。此外，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使他们的价

值观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并逐渐内化为某种文化特质。因此，本研究认为，企业

TMT 成员的海外经历，会提升公司的绩效。 

基于上述讨论，提出本文的如下假设： 

H1d：TMT 海外经历对企业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3.1.1.5政治关联 

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市场经济呈现出独特的特征，政府对许多企业所需的

资源进行着严格的管控和管理。这些资源主要来自于国家财政、税收以及社会等各个

方面的支持与帮助，也包括企业自身所拥有的各类无形资产。由于中国的经济制度尚

未完善，企业的成长受到限制，因此一些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关键的发展

节点上，会通过多种渠道利用各种资源，以实现其发展目标。这些资源主要包括政府、

社会等部门提供给企业的各种政策支持及资金援助以及其他相关人员提供给企业的管

理培训与技术支持等等。TMT 在企业中的政府任职经历是一项极具成效的资源，为企

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Munger，1993）。 

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看，公司的高管成员如果曾经或现在在各级政府部门及单位

工作过或者正在工作的，他们的政府工作经验将使其具备如下优势比如深化对企业所

处经济环境的理解、获得更快的内部政策消息与知识、与其他企业以及各级政府部门

培养并保持良好的沟通协作关系等，这些都将使得其服务的企业受益，比如可以帮助

企业更好地应对外部变化环境，从而占据有利的优先的竞争地位，进而帮助其企业获

得比其他同类竞争者更多的机会，导致其服务企业赢取更多的经济与社会利益 （孔龙

和李蕊，2015）。在社会资本视角下, TMT 中具政府任职经验者比不具政府任职经验

者政治关联更强，且更容易掌握较强社会网络资源，进而有更多的方式获取更加可靠

的政策信息以帮助企业减少制度风险，并为其经营管理赢得更加有益的生存发展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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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可以减轻其他组织对于关键资源的掌控程度，并进一步排除外力影响，从而提

升企业绩效（王海珍等人,2008）。 

Peng & Luo  (2002) 的研究表明，企业高管和政府官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对企业价值有

帮助。此外，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冲突，这种情况需要引起足够的重

视和解决。因此，为了避免冲突发生，企业需要构建良好的社会网络关系，包括政府

网络、商业网络和知识共享网络等。通过有效的内部稳定维护和核心竞争力的增强，

企业可以实现不断的成长和壮大，从而提升其竞争力。 

罗党论和唐清泉（2009）认为政治关联企业具备一些优势比如更易获取政策性资

源，税收优惠和融资机会以及更容易有机会进入管制行业，这些因为政治关联带来的

优势可以显著改善公司绩效。Du & Girma（2010）以 10 万多家民营企业为样本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占比是 23%。而且通过其实证检验表明，政治

关联能增强企业成长能力和生存能力，相比较而言，无政治关联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

和速度都较高。 

王晓燕等人（2017）的研究结果指出企业的政治关联能够补偿国内企业的国际化

研发成本, 利于其通过海外研发从而提高企业创新绩效。代飞（2018）实证研究结果

表明国企高管团队的政治关联能提高公司绩效。因此，本研究认为，企业 TMT 成员的

政治关联，会提升公司的绩效。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e：TMT 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3.1.2 TMT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3.1.2.1年龄 

根据孙德升（2009）的研究，随着高管及其团队年龄的增长，成员们更能够从组

织的长远利益出发，全面审视社会责任问题。在相对年轻的管理者，年龄更长的高层

团队人员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表现更为出色。Kohlberg 提出了一个六阶段的模型，该

模型描述了认知道德的发展过程。该模型认为，年龄越大，人们越倾向于把自己看作

一个有责任感的人。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日益倾向于遵循普世的道德准则，这一趋

势不可逆转（Trevino，1986）。此外，他还指出，由于年龄增长所引起的道德感、责

任感以及价值观等方面变化会导致管理者对其工作环境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做出反应。

Daboub and Rasheed（1995）认为，随着高层管理团队人员的年龄的增长，他们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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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变得更加正式化和常规化，这可能导致他们对创新新产品或者变革的新项目持保

守态度，任何构成对现有的正式或非正式的产业和组织结构挑战的项目和决策都不愿

意支持，这些综合因素就可能会减少以及规避其服务的公司和组织从事任何非法经济

行动的风险。另外，他还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型来解释为什么一些公司能够获得持续的

竞争优势，而另一些公司则不能。在绝大多数组织中，惯例正式规则的确立将为企业

的道德行为提供支持。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管理者年龄因素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

及其作用机制。根据韩飞（2017）通过 2009-2015 年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研究表明，高

层管理团队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累积使其更易意识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会正向推动

企业长期价值实现。所以管理者的职业经历会影响到管理者对于组织内各种关系的认

识与了解程度，也会影响到管理者采取管理行动的方式。管理者在成长过程中，经验

与技巧都在不断提高，能较娴熟地应对各种复杂局面，还能综合考虑股东、员工，供

应商，消费者，公众及政府等多利益相关者的诉求，较深入地认知不道德行为给企业

带来的长远利益伤害, 这种情况下，就会促使年长的管理团队去主动承担更多的社会

责任。因此，本研究认为，企业 TMT 成员的年龄越年长，越能够主动承担和履行企业

社会责任。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TMT 年龄对企业 CSR 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3.1.2.2任期 

不同任期的管理者所经历的企业发展历程各异，对于企业的战略愿景也存在差异，

这导致了在公司的企业文化、经营理念、与战略决策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

高层管理人员任期越长，越能意识到履行 CSR 对公司治理，组织文化，企业声誉（无

形资产，商誉），品牌建设，顾客满意度的促进关系，也越能从组织的长期利益来看

待社会责任问题。从而更加积极的以特定的方式，即以企业管理者身份向外界利益相

关者传递其企业履行对其股东，投资人，员工，顾客，供应商，社区，媒体，环境公

众权益的积极信号（张国清，2016）。有学者认为，高管任期在企业履行 CSR，推动

企业社会绩效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Les et al., 2015)，也有学者研究表明高管的任期与

企业社会责任呈显著正相关（王士红，2020）。究其缘由，任期越长的高管团队同时

由于其工作的长期性和持续性，对利益各相关方的人际关系积累也会转化为其社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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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这有助于推动企业的和谐文化并且继续维持和平衡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因此，

本研究认为，企业 TMT 成员的任期长，越能够主动承担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b：TMT 任期对企业 CSR 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3.1.2.3教育水平 

    随着个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视野将不断拓展，思辨能力也将不断增强，决策时

考虑的因素也将更加广泛，所能感知到的信息范围也将更加广泛，从而更倾向充分考

虑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做出符合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决策（Wiersema & Bantel，

1992）。而社会责任的核心目的则在于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因此可以合理地推

断，TMT的受教育程度将积极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另外，从长远来看，人力资本

投资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人力资本投资越大，经济增长越快且收益越

高。一个人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教育得到反映，这一点可以从 Hambrick & 

Mason（1984）的研究中得到证实。价值观作为个人内在精神世界中最重要的部分之

一，是个人认知与判断事物和他人之间关系的依据，并直接或间接地指导着个体行

为。随着个体的不断成长，其所持有的价值观也在不断地被塑造，而在这些价值观形

成的过程中，是否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熏陶，将会对其价值观的塑造以及未来的行为产

生相当程度的影响。 

    张英奎等（2019）研究结果表明，经济管理类专业的高管团队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

CSR绩效。此外，长期内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人力资本投资越

多经济增长越快，收益也越高。目前，许多高等学府都提倡“以人为本、造福社会”校园

文化。所以在价值观持续形塑过程中，个人受教育程度会对个人价值观形塑及最终决

策产生直接影响，所以与低文化程度管理者相比，高文化程度高层管理人员更加倾向

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因此，本研究认为，企业 TMT成员的教育水平越高，越能够主

动承担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c：TMT教育水平对企业 CSR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3.1.2.4海外背景 

    Dixon（2009）的研究表明，CEO的跨国工作经验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产生了积极的

影响，这一结论基于对 393名 CEO数据的深入分析。Bear et al.（2010）指出，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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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团队人员的海外求学背景和任职经历不仅是他们人力资本表现的重要因素，更是

管理层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关键要素之一。据 Gao（2009）所述，海归高管团队

的加入会改善以及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意识并且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薛梦维

（2017），文雯与宋建波（2017），赖妍（2020），李心斐等人（2020）学者的研究

结果表明，当 TMT有海外背景成员时，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会更优秀。 

    通过接触海外公司的社会责任实践与操作，这些具备海外背景的高管人员的认知方

式和价值观念会被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塑造了高管人员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拥

有对社会责任的清晰认知后，这些高层管理人员会更好地将国际社会先进的实践经验

应用于中国履职公司的管理经营实践中 (Momin&Parker，2013)。根据 Campbell

（2007）的观点，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和

完善的。在这一过程当中，企业的经营理念，组织结构以及员工行为都会受到不同程

度的影响，从而使其与之相关的社会责任实践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随着全球经济一

体化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正在逐步构建并不断完善。在许多西方国家的

教育体系中，社会责任一直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而经过规范的教育体系的推广，

社会责任理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社会责任体系逐渐完善，这使得企业 迫于外部压力

与行业以及环境规范，主动积极履行其社会责任（Gao，2009）。在西方的学习和工作

环境中，高层管理团队人员会潜移默化地形成一种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思维模式，会

更加关注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积极发起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李世刚，2017）。因

此，本研究认为，企业 TMT越多的成员拥有海外学习或者工作经历，越能够主动承担

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d：TMT海外背景对企业 CSR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3.1.2.5政治关联 

    在中国转型经济的大背景下，张萍和梁博（2012）的研究表明，政治因素与企业社

会责任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联，且随着政治因素的紧密程度加深，这种正向影响

也变得更加明显。以我国农业上市公司为例，马少华和欧晓明（2013）的实证检验表

明，政治关联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产生了积极的正向影响，尤其是在制度环境相对恶劣

的地区，这种影响更加显著。在 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中，徐二明和衣凤鹏（2014）

发现，高管之间的政治关联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高管团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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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关联程度与他们给公司带来的利益水平成正相关，而高管团队目前或曾担任过政

府职务的等级高低则决定了他们给公司带来的利益程度 (潘越， 2009) 。其他学者（陈

浩等，2018；贺云龙等，2020）的研究结果都支持了上述结论，表明政治关联与社会

责任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联。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资源为基础

的动机，另一类则是以法律为依据的动机（Manuel，2008）。资源型动机认为，由于

资源具有稀缺性、不可替代性，因此，企业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为了建立和维

护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良好关系，并获取各利益相关者所能提供的特殊资源（如人力

资源等），企业必须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以积极履行其社会责任。资源型动机

下，企业可能为了获取资源而牺牲其他相关利益者的利益。企业的经营需要满足利益

相关者的期望和要求，因此企业可以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来实现这些期望和要求。相较

于那些缺乏与政府间潜在联系的企业，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若拥有此种联系，则更容易

获取诸如土地、准入资格、融资等隐性资源。因此，当企业与政府建立联系时，政府

将成为企业多方利益相关者中的重要一方，企业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以满足政府的

要求，从而获得政府所控制的“特殊资源”（Manuel，2008）。 

    随着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联系等级的提高，企业获得资源的机会和质量也随之增加，

同时政府作为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也随之提升，这进一步激发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以

满足政府要求的积极性。而政府在同时也会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

持。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其所获得的收益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为企业提

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从而保障了其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政府的期望则直接影响到

企业是否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随着企业因政治关联而获益的同时，政府对企业的

期望也随之提升，期望企业能够成为社会责任的典范，带动其他企业积极承担责任。

因此，本研究认为，企业 TMT成员拥有政治关联越多，越能够主动承担和履行企业社

会责任。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e：TMT政治关联对企业 CSR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3.1.3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Ratnawati et al. (2016) 通过对中小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对于技术创

新绩效有正向作用。Anser et al. (2018)研究发现创新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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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着中介作用，企业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Liu and Lu (2019) 探究了企

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风险和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在缓解风险

和改善企业绩效方面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同时，在学者（王琛和朱灏，2017；崔也光和李博，2018；齐殿伟，2019；陈钰芬

等人，2020；杨姗姗，2020；吴雅琴等人，2020；郑培，2020；徐莉萍等人，2020）

的研究中，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社会责任可以促进企业财务绩效。 

    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得到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支持，为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利益相关者理论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利益相关者

理论认为，企业的发展需要各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和投入，企业并非单纯追求股东

的利润最大化，而是各利益相关者的整体统一利益，企业只有将自己视为一个整体才

能实现可持续发展（Freeman，1984）。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应考虑多个利益

相关体的需求，以促进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提高企业在员工、顾

客、供应商、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声誉和合法性，增强消费者忠诚度和企业知名度

（Brammer et al.，2006），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还有其他优势，比如对吸引人才和鼓

励并留住员工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Turban & Cable, 2003)、还可以使企业更好地适应

外部动态环境，以此降低商业风险和减少交易成本 (Barnett, 2007)，综合来说有利于

形成公司持续竞争优势 (Madueño, 2016)。 

    另外，社会影响假说理论指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越好，企业的财务绩效表现就越

好。其逻辑有两点：（1）提高社会影响力，吸引更多客户：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能

树立一个积极、正面的社会形象，进而广泛地吸引潜在的客户，扩大市场份额；（2）

降低商业风险，获得监管机构更多的支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降低商业风险，获

得监管机构更多的支持，从而减少企业经营风险（Minor & Morgan, 2011）。第三，从

资源基础观理论来看，企业要想在社会上生存与发展也要受到多种社会因素的制约，

所以企业承担了社会责任后，获得某些社会资源的机会也随之增加（Surroca et 

al.,2010；Deng et al.,2013）。总结来说，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会给企业带来诸多竞

争优势，比如更多社会资本，良好的利益相关者关系，媒体关注与正面宣传，品牌声

誉以及社会影响力提升，交易成本和商业风险的削弱，以及供应商和消费者更高的忠

诚度。因此，本研究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促进其企业绩效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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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3.1.4企业社会责任在 TMT特征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高阶理论的核心观点在于，企业战略决策受到管理者认知、价值观等心理特征的

影响，这些特征在“特征-战略决策-组织绩效”模式中发挥最终作用，从而影响企业绩效。

该模式认为，员工个体心理特质和行为方式决定着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内容及质量，进

而影响到其所在部门乃至整个公司的整体业绩水平。已有一些研究探讨了 TMT 不同背

景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揭示了战略选择在 TMT 特征对企业绩效的中介作用。 

本文主张，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项指标，在 TMT 背景特征与企业绩效之间扮演着

中介变量的角色，即高层管理者背景特征的差异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产生影响，而企

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和披露水平的差异则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影响。同时，企业社会责

任可以直接影响到企业绩效，而非通过财务表现间接地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教育水

平比例较高的 TMT 成员会更加注重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包括但不限于客户需

求、员工关怀、供应商关系、环境保护和社会公益等方面。此外，高管持股比例越高，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程度也越大。通过履行和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提升企业声誉，获得

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认可，从而更容易吸引市场投资，进而推动企业绩效的提高。据

Porter & Kramer（2006）和陈承等人（2019）的研究，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和信息披露

可以提高其竞争力。 

Hope（2016）指出，企业的社会责任披露实质上从一定程度来说是对管理者行为

的一种监控与监督，更推动了管理者与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建立了一种隐性的契约关

系。根据 Matten and Moon（2020）的观点，企业社会责任 CSR 确认了社会契约、制度

忠诚、道德立场、合法性和消费者关注，从而增强了组织的正面形象。企业社会责任

活动已明确把多方利益相关者融入企业战略，导致利益相关者间存在大量隐性契约，

多方约束管理者尤其是 TMT,使 TMT 更难进行自利决策。另外，高管团队履行企业社

会责任时既关注财务业绩也关注非财务业绩，这也部分弱化了 TMT 公司以长期利益为

代价谋求短期目标的激励。二是管理者为适应不同项目所有者需要，将知识与机会集

延伸到决策过程，以获取声誉与社会资本，给企业高效决策带来更多的技能与灵活性

（Jizi et al., 2014; 杨金坤, 2019）。因此，本文认为，TMT 差异化的背景能够间接地提

升企业绩效，是借由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以及高质量的社会责任披露。基于上述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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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企业社会责任在 TMT 特征与企业绩效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H4a：企业社会责任在 TMT 年龄与企业绩效之间产生中介效应。 

H4b：企业社会责任在 TMT 任期与企业绩效之间产生中介效应。 

H4c：企业社会责任在 TMT 学历与企业绩效之间产生中介效应。 

H4d：企业社会责任在 TMT 海外经历与企业绩效之间产生中介效应。 

H4e：企业社会责任在 TMT 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产生中介效应。 

     3.1.5组织冗余的调节作用 

     企业组织冗余是企业可以得到的资源与实际所需的资源之间的差额 (Bou & Sing, 

1983)。常见的分类是将企业冗余分为已吸收冗余和未吸收冗余 (Tan & Peng, 2003)。

也被称为沉淀性冗余与非沉淀性冗余。其中，已吸收冗余资源是指“难以被重置、只能

被用于特定用途的资源，如人力资源、闲置生产设备等”；未吸收冗余资源是指“流动性

强的、可重置的、不具有特定用途的资源，如企业现金流、有价证券、信用额度、货

币资产等。未吸收冗余由于当前还没有投入使用，具有比较高的重新配置的潜力，能

够较容易地投入组织活动中去”。冗余资源是企业成长的重要内生因素，是潜在可利用

资源，因此可以被转化和调用以实现组织目标。当企业在遭遇市场竞争或者运作困境

有资源压力时，组织的冗余资源的存在就能够起到一种缓冲作用，企业可以调用富余

的冗余资源，尤其是未沉淀冗余来解决企业生存和突围 (Suzuki, 2018)。 

    并且在 TMT特征视角下,年长和经验丰富的 TMT 成员更容易清晰感知到 CSR履行和企

业长期价值实现之间存在着积极的互动关系。TMT团队任期越长，越能意识到履行 CSR

对公司治理，企业文化，以及组织声誉的有正向推动作用，因此会从企业长期利益来

履行社会责任。TMT受教育层次高低会直接决定其价值观的形成并最终影响其决策，

受教育水平高的高层管理人员在决策时往往感知的信息范围会更广，考虑的因素会越

多，从而更倾向做出符合利益相关者多方要求的决策。企业因政治关联得到诸多好处

比如政府信贷，政策优惠等，这就推动具备政治关联的 TMT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此

情境下，企业从事社会责任建设，会更加依赖“可用于调配的、灵活的、具有一定流动

性的内部资源”。企业拥有未吸收冗余资源较多的情况下，才能帮助具备以上综合特征

的高管团队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并构建与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关系，赢得他们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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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提高企业的声誉，从而增加市场占有率，减少经营成本，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

建立竞争优势，最终提升企业绩效。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组织冗余（企业未吸收冗余）资源在 TMT 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起正向调节

作用。 

    H5a：组织冗余在 TMT年龄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H5b：组织冗余在 TMT任期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H5c：组织冗余在 TMT学历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H5d：组织冗余在 TMT海外经历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H5e：组织冗余在 TMT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3.1.6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Scott and Meyer(1983)在他的论文中对组织所面临的技术环境与制度环境作了明确

的定义与区别。技术环境指的就是组织所处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各种资源及其组合方

式，一般包括人力资源、物质资本等有形要素以及信息、资金、知识、管理方法、信

息技术等等无形要素。技术环境指的是一种任务型环境，它为组织实现目标或提供市

场交换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组织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满足客户对产品

和服务质量的需求以及提高生产效率等。组织所处的运营领域的规则环境是制度环境

的重点，其表现形式包括外部政治和法律结构、社会规范、行为准则、文化期望以及

信仰体系。组织要实现既定的目标必须依靠一定程度上存在于组织内部的正式约束机

制以及非正式约束机制。在制度环境下，组织的适宜性并非基于其经济效率，而是取

决于其是否建立了符合制度环境要求的组织结构或流程，以及制度环境是否为遵守制

度规则的企业提供了合法性，从而使其在社会上得到广泛认可（Scott，1987）。 

为进一步界定制度环境的构成要素，Scott在其经典的《制度和组织》一书中提出制

度环境包括 “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性和意义文化－认知要素、规范性要素和规制性要

素，即制度构成有三大基础要素：规制性要素（regulative pillar），规范性要素

（normative pillar），文化认知要素（cognitive pillar）”。政府的管制政策、法

律法规，以及某些具有奖惩权的强有力组织所制定的规则和标准，构成了规制性要

素，这些要素对组织施加了强制性的压力，因此组织通常应对策略是服从或其他权宜

之计。规范性制度要素往往成为组织行为的准绳。经验法则、专业机构的合格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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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承认则是规范性要素常常呈现出来的形式，给企业带来规范合法性的压力，因为

它规定了企业实现目标所应该遵循恰当的规范的手段和方式。文化-认知性元素通常表

现为价值观、认知框架以及共同信仰，它折射出公众对某一事物的认知水平，其核心

本质在于对社会实在性质的共同认知（Scott，2001）。 

    中国作为大型转型经济体，在制度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完善的制度框架等同于一

个“高强度探照灯”。一方面，公众通常对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有很高的期望，因为在这些

制度发达的地区报告了优秀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中国慈善联盟发布的《中国城市慈

善指数》表明，这些地区的慈善组织数量、政府对慈善事业的支持以及慈善捐赠明显

高于制度欠发达地区。另一方面，完善的基础设施使低成本的信息传播和媒体关注成

为可能。例如，因为制定了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市场监测机制，所有国家知名媒体都位

于制度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这些法制、规范、认知、文化等制度要素将保障企业社

会责任信息报告和披露的过程。相比之下，在制度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制度空白将

导致信息传递不畅和本地化的“游戏规则”，以“保护”地方经济 (Meyer & Nguyen, 2005；

Nguyen et al., 2013)。 

    崔秀梅和刘静（200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区域制度发展较高，市场化水平较高

的区域，TMT 团队倾向于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程新生等人（2011）研究发现，市场

化进程较高的地区，公司价值与企业自愿性 CSR 信息披露显著正相关，即公司价值越

高，自愿披露也越多。彭珏等人（2014）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和企业控制人以及 TMT

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显著影响。同时，在制度发展完善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通常

也较高，相关利益者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关注意识也更强。企业越有可能受到政府

机构以及公众的监控，从而对 TMT提供有关他们企业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以满足

利益相关者的压力也越大。由于市场机构较为发达的地区的企业认为，响应政府机构

以及公众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披露会从经济上获得更多资源与收益，由此，它们

可能比市场机构较不发达地区的企业更具反应性。正如向璐阳（2020）研究结果表

明，区域制度发展程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和信息披露质量具有正向影响。因此，在

制度发展良好地区，公司执行 CSR和自愿发布 CSR报告能够通过信号传递机制给公司

带来竞争优势，投资者认可企业负责任的行为因此愿意继续投资，消费者因为信任也

会提升对企业的购买忠诚度，供应商也会为负责任的企业提供比较优惠的报价，一定

程度降低企业的成本，从而提升其企业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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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6：制度环境（区域制度发展）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3.2 研究模型 

本文研究 TMT 特征、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结合前文的文

献梳理与理论基础分析，本文聚焦 TMT 特征维度为年龄、任期、教育水平、海外经历、

政治背景五个维度，从高阶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以

及心理学、社会学、组织行为学等角度分析 TMT 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和企业绩效

的影响机理。 

根据心理学、行为学和社会分工理论，TMT 的价值观念、经营管理偏好、信息收

集和决策方法、知识结构，甚至道德认知等方面，都会受到管理人员年龄、性别、受

教育水平、社会经历等特征的影响，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其表现特征。此外，高阶理论

明确指出，TMT 特征在企业经营管理和战略决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影响力

不容小觑。 

企业 CSR 履行与 CSR 信息披露可以将企业成长好，经营理念超前等信息传达给社

会公众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拥有道德责任感这一良好标志，这不仅有利于公司扩大自

身影响力，树立品牌形象，提高其比较优势，而且对高管人员增强公司归属感，责任

感，增进 TMT 交流度与配合度等方面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本文主张加强企业

社会责任的履行和信息披露，以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并进一步加强 TMT 背景特征对

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 

参考 Hambrick and Mason (1984) 高阶理论中的“TMT 背景特征--认知模式和价值观--

决策与选择行为--企业绩效”范式，构建出本研究理论模型，如图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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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3 本章小结 

本章根据第二章阐释的相关理论基础以及文献综述梳理，构建了 TMT 特征、企业

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 TMT 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TMT

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探析企业社会责

任在 TMT 各特征维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桥梁作用，组织冗余在 TMT 特征以及企

业社会责任之间的调节作用，制度环境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权变作用。

本章具体分析了企业绩效的特定前置影响因素即 TMT 特征，通过企业社会责任中介作

用，剖析 TMT 各特征维度对企业绩效作用的潜在机制以及其权变因素。本章第一节逐

一提出了研究假设，在此研究假设推导基础上本章第二节构建了本研究的理论模型，

为后文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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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设计 

 

4.1 样本选取 

      以 2010-2019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为本研究研究对象，由于中国社会责任报告稿强

制披露制度在 2009 年开始实行，基于此，考虑到样本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选取

2010 年作为研究起点。遵循主流研究的做法，为确保数据的严谨性、和研究结果的说

服力，本研究对初始样本做了以下筛选： 

1.剔除 ST、*ST 等特殊处理的上市公司，由于 ST、*ST 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无法与正常

财务状态的公司进行比较。 

2.剔除上市时间不满一年或己退市的公司。 

3.剔除具有行业特殊性的金融行业、保险行业公司。 

4.剔除 TMT特征维度以及企业绩效相关财务关键指标数据严重缺失的公司。 

经过数据处理和样本筛选后最终得到 3443家公司和 25846个样本观测值。 

 

4.2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 A 股上市公司 2010-2019 年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本研究以第三方评

级机构，即和讯网上市公司，以其公司提供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专业测评数据库为样

本公司企业社会责任评分的数据来源。企业 TMT 人口统计特征、海外经历、政治关联

数据主要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其中财务数据主要来自万得数据库（Wind）和

锐思数据库，部分来自于企业年报。制度环境中区域制度发展（市场化指数）的数据

来源于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国经所）开发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数据库。为保证

实证结果的稳定性，本研究缩尾处理(Winsorise)连续变量 1%以下和 99%以上分位处极

端值。本研究运用 SPSS Statistics23、Stata 16等软件来完成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  

 

4.3 主要变量测度以及定义 

    4.3.1被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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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绩效。本项研究旨在探究 TMT 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同时

考察组织冗余和制度环境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以期深入了解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据文献所述，企业绩效的衡量标准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理论框架。目前，对于

企业财务绩效的评估，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是以财务数据为基础的会计指标，另一

种则是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市场指标。财务评价一般都采用财务报表来进行分析，但

由于财务报表具有一定滞后性，所以不能全面反映企业经营状况。前一种计算方式基

于财务报表，而后一种则采用资本市场的数据进行计算。在我国，基于财务数据的财

务评价方法已成为企业绩效评价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财务数据所涉及的会计指标

包括总资产报酬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以及每股盈余（EPS）等，这些指标

是基于公司财务状况而制定的。这些指标虽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也存在

一些缺陷。市场效益的衡量指标包括超额市场收益率、平均个股回报率以及托宾 Q 值

等，其中国内学者更倾向于选择托宾 Q这一指标。 

考虑到信号传递理论等因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市场反应对企业报表盈利的呈现

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同时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和股权性质复杂多样，这

也导致了市场信息不对称现象普遍存在，而信息不对称又进一步加大了公司的代理成

本。因此，本研究借鉴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将企业的长期绩效（即市场价值）

作为主要考量因素。沿用(Murray, 1989；王雪莉等人，2013；仇冬芳和徐丽敏，2015)

等学者的测量方法，用托宾 Q 值作为企业绩效的代理指标。托宾 Q 值是资产的市场价

值与总资产的比例。托宾 Q 值这种方法计算市场价值不将无形资产、商誉等计入重置

成本中，因此它是体现企业无形资产、商誉良好与否，是否更具发展潜力的一个有效

指标。 它可以弥补财务盈利性评价指标片面性、短期性等问题。托宾 Q 值核心是能反

映企业在外部市场上的投资潜力大小，是企业市场价值、成长性等方面的有效评价指

标。本研究旨在探讨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对于公司声誉与长远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4.3.2 解释变量 

    TMT 特征。关于 TMT 的的团队特征，现有文献（Hambrick & Mason, 1984; 

Hambrick，2007; 李华晶和邢晓东，2007；孙德升，2009；徐经长和王胜海，2010）

一般包括高管团队的的年龄、任期、教育水平、职能经验、专业背景、同质性与异质

性等人口统计特征。本文拟选择其中最基本、最常用的年龄、任期、教育水平人口特

征，另外，再增加高管的海外经历和政治关联外部关系特征，来综合考察高管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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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以及企业绩效的关系。本文中 TMT特征侧重五个维度，分别为 TMT

年龄，TMT任期，TMT学历，TMT海外背景，TMT政治关联。其中参考学者们（王士红，

2016；杨威，2020；吴雅琴和刘璐，2020）的测量，TMT 年龄任期两个变量均取其各

自的平均值。用 Age 表示 TMT 年龄，用 Tenure 表示 TMT 任期。对于 TMT 教育，本研究

将学历划分为五个等级，分别为中专及以下、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及以上，并对

每个等级进行 1-5的赋值计算平均值，使用 EDU来表示 TMT教育的学历水平。海外背景

有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取 1，否则取 0。用 Overseas表示 TMT海外背景。TMT政治关联

借鉴宋增基等（2013）的方法，TMT 团队有人大或者政协代表取值为 1，否则取 0。用

Pc-gov表示。 

    4.3.3中介变量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在先前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对于衡量社会责任的方法主

要包括 KLD 指数法、内容分析法、声誉评分法三种，以及根据研究需要自建指标分析

体系，然而这些方法都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和全面性不足的问题，容易误导实证结果。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社会责任评价体系也逐渐被提出并受到了广泛关注。随着社会对

企业社会责任的日益重视，专业的评级机构应运而生，为企业和公众提供更加全面的

社会责任评估服务。润灵环球责任评级机构和和讯网，作为两个备受推崇的权威机构，

在全球范围内享有广泛的声誉和影响力。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企业进行了全面的社

会责任评估，并将评估结论通过网站发布出来，从而使得企业可以及时了解自身社会

责任状况，以便更好地改善自己的经营管理。润灵环球公司旨在社会责任投资，提供

经过科学客观评估的企业社会责任评级信息给责任投资者、消费者以及社会公众。 

和讯网发布的上市公司 CSR 报告基于上交所深交所企业通过官网发布的 CSR 报告及年

报对 CSR 进行专业评测。其报告专业评测包含两大类测评指标即数值型指标和逻辑型

指标专业评测。数值型指标表以和讯数据中心的计算模型为基础，获得得分；逻辑型

指标则依据 CSR 报告中是否公开该指标，以及公开的细节给予评分；赋值权重时也会

根据各行业对股东，员工，供应商，客户与消费者，环境与社会等 5 项责任的侧重不

同而进行合理调整。 

    和讯网 CSR报告专业评测体系从以下五项进行考察：“股东责任、员工责任、供应

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各项又分别设立 13个二级指标

和 37个三级指标对 CSR 进行全面的评价。不同行业权重比例分配也不同。在默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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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股东责任，员工责任，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环境责任权重各分别占 30%、

15%、15%、20% 和 20%。但其中特殊的消费行业，制造业，服务业的权重又有一定比

例的调整。 

    在和讯网上公布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中，这一得分不仅关注于评估企业本身

在社会责任报告中展现的业绩, 又结合企业年报以及财务报表关注各企业社会责报告

的披露情况与披露质量以及涵盖面。相对于润灵评级，和讯网更系统、全面地对企业

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进行综合评分，该评分能考察到尚未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在

社会责任方面的实际履行状态，其数据相对齐全，延续时间长，样本覆盖率更为全

面。因此，鉴于和讯的评价体系客观性和科学性覆盖性，本项研究旨在评估上市企业

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所以主要采用和讯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总评分作为主要指

标。本研究参照学者(杨艳，2015；梁馨媛，2020；Liu et al., 2022)采用其评级报告

的分数作为 CSR的替代变量。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和信息披露水平与其分值的取值范

围密切相关，分值越高则表明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和信息披露水平越高，分值范围则

在 0-100之间。 

    4.3.4调节变量  

    组织冗余。企业拥有未吸收冗余资源较多的情况下，更有利于履行其对利益相关

者比如供应商，客户，社区以及环境的责任，从而提升企业绩效。本文借鉴学者

（Suzuki, 2018；何音等人，2020）使用流动比率作为企业未吸收冗余资源的代理变

量。本文组织冗余用 Slack表示。 

    区域制度发展。制度环境一般理解来说包括政治、经济和法律三个方面。企业的

行为受到制度环境这一情境变量的显著影响。制度环境的形成是由多种不同的制度因

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政府管制制度作为主体的制度因素在最终形成的系统管制制

度环境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制度与经济绩效关系这一角度出发，因此把

制度环境纳入调节变量。制度环境的规范化是由以产业标准为主体的制度因素所形成

的系统性规范。制度环境可以分为正式、非正式两种类型，它们共同影响着企业的行

为决策。在此基础上，Scott and Meyer（1994）明确规定了组织所处的制度环境，这

是组织必须遵守的规则，以确保其合法性和获得外部支持。因此，从制度环境这一角

度来看，企业绩效与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有一定程度上的相关性。在制度环境下，组

织因其采用了恰当的结构和程序而获得了奖励和认可，因此制度环境要求组织必须服

https://links.jianshu.com/go?to=http://jingzhi.funds.hexun.com/51063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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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合法性”机制，采用那些在制度环境下被广泛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而不受这些形

式和做法对组织运作效率的影响（郭毅，2009）。首先参考学者 (衣凤鹏、徐二明等

人，2014；Liu et al，2020) 把制度环境作为调节变量考量其对 CSR 与企业绩效之间

的权变作用。而对于制度环境的测量，本研究主要参考 Liu et al. (2020)采用来源于北

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国经所）开发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作为区域制度发展的替代

变量。区域制度发展用 RID表示。 

    4.3.5 控制变量  

    企业类型。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其管理认知不同。 此外，产权性质不同，高管

团队特征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也不同。在国有企业资产规模庞大的背景下，高管的个

人发展动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和披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高管的背景特征对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和披露的影响也随之增大。非国有企业在追求企业利润、企业价值

等经济效益方面表现突出，然而，由于履行社会责任的经济效益存在不确定性，因此

高管的个人发展动机对其决策的影响相对有限。另外，受政治关系、政府干预和市场

环境变化的影响，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此外，不同类型的

企业在我国所获得的发展资源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由于国有企业属于政府垄断经

营，拥有较高的垄断性地位。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它

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资源，从而实现相对稳定的发展。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民营

企业的成长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因此它们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也会更加复杂多样。

根据企业的实际掌控者身份，国有企业被归为 1,，而非国有企业则被归为 0。用 Own

表示。 

    企业年龄。企业年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的生命力和稳定性，企业在不同发

展阶段会采取不同的战略，并且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以及履行程度也会不同。上市

公司的信息获取和资源整合经验与其成立时间密切相关，因此，企业的年龄因素对其

绩效产生着显著的影响。企业年龄(Age)为上市公司的企业年龄，即企业成立至统计年

度的周年数。本文选取企业年龄(Age)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到模型中，用企业自成立

年份起至 t 期末止的总年数来衡量企业年龄。用 Age表示。 

    企业规模。经济学和组织理论都指出公司规模会影响企业进行社会责任的履行，

同时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企业规模会影响企业绩效。一般来说企业规模越大，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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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越关注履行社会责任，重视对股东，员工，供应商客户的权益。并且有容易受到公

众的关注，从而推动其更重视 CSR的履 行。本文用企业的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作     

为企业规模的衡量指标。用 Size表示。 

    企业成长性。企业的未来前景和发展能力，可以从其营业收入增长率的成长性中

得到反映，这一指标会对投资者对公司未来业绩的预期判断产生影响。本文为了控制

企业规模的影响，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到模型中，并用本期营业收入与上期营业收

入之差与上期营业收入的比值衡量其成长性。用 Growth表示。 

    资产负债率。履行社会责任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表现，由于其成果转化存在一定

的周期，可能是一项需要持续而长期的活动，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过高的时候会对企业

运转的以及研发创新投入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绩效。相反，当企业资产负债

率较低，冗余资源较为丰富的时候，更有利于加大对社会责任的投入。所以把资产负

债率列入企业资本结构之中，并以财务报表上资产负债比率作为变量，以总负债/总资

产作为计量指标，既体现了企业运用债权人出资从事经营活动，又体现了债权人贷款

安全性。用 Lev表示。 

    董事会规模。作为企业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董事会规模的大小将对组织的

绩效产生深远的影响。企业治理结构的合理性和管理的规范性可以通过董事会规模来

反映，而规模越大，组织结构的合理化程度也越高，这与企业规模呈正相关关系。董

事会规模会影响到企业的各项行为和战略决策，进而影响企业的经济的产出。本文用

董事会人数衡量董事会规模。用 Board表示。 

    股权集中度。先前的研究表明，股权的集中度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向

关联。通过参与股东大会，大股东能够参与到企业重大事项的决策中，因此，大股东

手中的股权对于企业的战略决策结果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股权集中的企业

中，大股东的决策将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方向和经营战略等方面。本文所采用的衡量

企业股权集中度的指标是第一大股东所持股份的比例。用 FIR表示。 

高管薪酬。已有研究显示，高报酬将推动 TMT 成员更努力为企业付出，增强 TMT为企

业承担的义务，从而促进企业绩效。本文选取采用公司前三名高管薪酬之和的自然对

数来衡量，用 PAY表示。 

    二职合一。董事长与总经理如果两职合一，取 1。否则取 0。用 Dual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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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规模。作为企业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TMT的规模不仅对组织绩效产生影

响，而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企业的战略制定和执行受到高管团队规模的影响，

这一因素至关重要。随着高管团队规模的扩大，其专业性的提升将有助于确保分工协

作的明确性和决策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并对企业的战略选择和经

济产出等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本文将 TMT高管规模纳入控制变量的范畴，以

确保其在文章中得到充分考虑。用 TMT人数衡量 TMT规模，用 Num表示。 

    年份。年份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本文选取年份为虚拟变量，涉

及 10年。用 Year表示。 

    行业。本文选取行业为虚拟变量。用 Ind 表示。 

    变量汇总的定义和测量归纳于下表 4.1。 

 

表 4.1 变量及测度方法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

量 

托宾 Q 值 TobinQ 企业市场价值/重置成本 

解释变量 TMT年龄 TMT-age TMT平均年龄 

 TMT任期 Tenure TMT平均任期 

 TMT学历水平 Edu TMT平均学历大专以下=1，大专

=2，本科=3，硕士=4，博士=5 

 TMT海外经历 Overseas 有海外经历取 1，否则取 0 

 TMT政治关联 PC 人大或政协代表取 1，否则取 0 

中介变量 企业社会责任 CSR 第三方机构和讯网社会责任总

得分 

调节变量 组织冗余（未吸收冗

余） 

Slack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合计/流动负

债合计 

 制度环境（区域制度

发展） 

RID 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开发的中

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 

控制变量 企业类型 Own 国企为 1，否则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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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年龄 

企业规模 

企业成长性 

资产负债率 

Age  

Size  

Growth 

Lev 

企业成立至今年限 

资产总额自然对数 

营业收入增长率 

总负债/总资产 

 董事会规模 

股权集中度 

高管薪酬 

二职合一 

高管规模 

Board 

Fir 

Pay 

Dual 

Num 

董事会董事人数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前三大高管薪酬对数 

CEO与总经理两职合一是为 1，

否 为 0 

高管人数总和 

 年度 

行业 

Year 

    Ind 

 虚拟 

 虚拟 

来源：本研究整理 

 

4.4 实证模型构建 

    本文探究高管团队特征，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高管团队年龄、性

别、任期、教育背景、海外背景政治关联分别作为自变量衡量高管团队特征，企业社

会责任作为中介变量，企业绩效为因变量。基于以往研究，本文将影响企业社会责任

的公司治理相关的因素董事会规模（Board），股权集中度（Fir），高管薪酬(Pay)，

二职合一(Dual)，高管规模(Num)纳入控制变量。同时，公司特征变量是影响企业绩效的

基础变量，为了使模型估计结果更加精准，结合以往研究将可能会影响到企业的绩效

水平的公司特征变量企业所有制类型（Own），企业年龄(Age)，企业规模(Size)，企业

成长性(Growth)，资产负债率(Lev)都作为控制变量。考虑组织冗余对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的影响，将其作为调节变量。本研究充分考虑到制度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

的影响，因此同时也将制度环境即区域制度发展纳入调节变量。由此建立以下实证模

型。 

    其中模型(1)主效应模型是为了检验 TMT特征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即验证本研究假

设 1；中介效应模型（2）是为了检验 TMT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即验证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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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2；中介模型（3）用于检验 TMT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以及企业绩效的关系，即验

证本研究假设 3；同时也用于检验核实企业社会责任在 TMT特征与企业绩效间的中介

桥梁关系，验证本研究假设 4；调节效应模型（4）是检验组织冗余在 TMT特征与企业

社会责任间的权变作用；即验证本研究假设 5；调节效应模型（5）是为了检验制度环

境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间的调节效应，即验证本研究假设 6。 

主效应模型： 

TobinQ_(𝑖, 𝑡) = 𝑐_0 + 𝑐_1 TMT_(𝑘, 𝑖, 𝑡) + ∑▒〖𝜗〖𝐶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𝑠〗_(𝑖, 𝑡) 〗 + 𝜆_𝑡 + 𝜀_(𝑖, 𝑡) 

(1) 

 

中介效应模型： 

〖𝐶𝑆𝑅〗_(𝑖, 𝑡) = 𝛼_0 + 𝛼_1 TMT_(𝑘, 𝑖, 𝑡) + ∑▒〖𝜗〖𝐶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𝑠〗_(𝑖, 𝑡) 〗 + 𝜆_𝑡 +

𝜀_(𝑖, 𝑡) (2) 

TobinQ_(𝑖, 𝑡) = 𝛽_0 + 𝑐_1^′ TMT_(𝑘, 𝑖, 𝑡) + 𝛽_1 CSR_(𝑖, 𝑡) + ∑▒〖𝜗〖𝐶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𝑠〗

_(𝑖, 𝑡) 〗 + 𝜆_𝑡 + 𝜀_(𝑖, 𝑡) (3) 

 

调节中介模型： 

CSR_(𝑖, 𝑡) = 𝛼_0 + 𝛼_1 TMT_(𝑘, 𝑖, 𝑡) + 𝛼_2 Slack_(𝑖, 𝑡) + 𝛼_3 TMT_(𝑘, 𝑖, 𝑡) ×

Slack_(𝑖, 𝑡) + ∑▒〖𝜗〖𝐶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𝑠〗_(𝑖, 𝑡) 〗 + 𝜆_𝑡 + 𝜀_(𝑖, 𝑡) (4) 

TobinQ_(𝑖, 𝑡) = 𝛽_0 + 𝑐_1^′ TMT_(𝑘, 𝑖, 𝑡) + 𝛽_2 Slack_(𝑖, 𝑡) + 𝛽_3 TMT_(𝑘, 𝑖, 𝑡) ×

Slack_(𝑖, 𝑡) + 𝛽_1 CSR_(𝑖, 𝑡) + 𝛽_4 RID_(𝑖, 𝑡) + 𝛽_5 CSR_(𝑖, 𝑡) × RID_(𝑖, 𝑡) +

∑▒〖𝜗〖𝐶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𝑠〗_(𝑖, 𝑡) 〗 + 𝜆_𝑡 + 𝜀_(𝑖, 𝑡) (5) 

 

    其中，下标 i表示个体，t表示时间。主效应模型的式(1)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

绩效TobinQ，解释变量TMT𝑘(k=1, 2, 3, 4, 5)表示 5种高管特征，包括高管年龄

Age、高管任期 Tenure、高管教育背景 Edu、高管海外背景 Overseas 和高管政治关联

PC，k表示该次序下的第 k种高管特征，其系数𝑘1即为解释变量高管特征TMT𝑘对被解

释变量企业绩效TobinQ的主效应，也是总效应。中介效应模型的式(2)中，企业社会责

任 CSR为中介变量，𝛼_1为解释变量TMT𝑘对中介变量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影响，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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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𝑐_1^′为解释变量 TMT 特征即TMT𝑘对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TobinQ的直接效应，𝛽_1为

中介变量企业社会责任对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TobinQ的影响，𝛼_1 × 𝛽_1即为解释变量

高管团队特征TMT_𝑘对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TobinQ的间接效应，即中介效应。调节中

介模型的式(4)中，组织冗余 Slack为解释变量高管团队特征TMT𝑘和中介变量企业社会

责任 CSR之间的调节变量，𝛼_3为调节变量组织冗余 Slack在解释变量高管特征TMT_𝑘

和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TobinQ之间的调节效应；式(5)中，区域制度发展 RID为中介变

量企业社会责任 CSR和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TobinQ之间的调节变量，𝛽_5为调节变量

RID在中介变量企业社会责任 CSR和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TobinQ之间调节效应。以上

模型中，𝐶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𝑠表示控制变量，包含企业所有制类型(Own)，企业年龄(Age)，企业规

模(Size)，企业成长性(Growth)，资产负债率(Lev)，董事会规模(Board)，股权集中度

(Fir)，高管薪酬(Pay)，二职合一(Dual)，高管规模(Num)，𝜗为控制变量的系数矩阵；𝜆_𝑡

表示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𝜀_(𝑖, 𝑡)为模型的扰动项。模型估计过程中，个体固定效应

和行业固定效应由于共线性问题均被 Stata自动剔除，故模型不考虑这两种固定效应

的控制。 

 

4.5 本章小结  

    本章第一节介绍了研究的主要样本选择，并参考根据主流研究对初始样本做筛

选。介绍样本的选择方法及最终确定的 3443 家公司以及 25846个有效样本观察值。 

本章第二节介绍样本的数据来源。企业社会责任评分的数据来源于第三方评级机构和

讯网社会责任总评分。其分值越高，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绩效越好。TMT特征数据

主要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 (CSMAR)，而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主要来自万得数据库(Wind)。制

度环境（区域制度发展）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开发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

指数数据库。 

    本章第三节介绍了因变量、自变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相关定义

和测量方法，并具体说明了每个变量测度的理论依据以及文献依据。  

    本章第四节介绍了实证研究的方法，并根据第三章各类指标选取和推演的相应假

设建立了主效应，中介效应，调节效应三大研究模型以此检验对应的六大主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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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实证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首先，针对变量企业绩效 TobinQ、企业规模 Size 和高管薪酬 Pay 存在的少数缺失

值，采用线性插补法对缺失值进行填充处理；其次，对于变量企业绩效 TobinQ 和企业

成长性 Growth 存在的极端异常值，采取 1%和 99%的缩尾处理；经过数据处理和样本筛

选后最终得到 3443 家公司 25846 个样本观测值。 

表 5.1 所呈现的是样本量、均值、标准差、中位数、最小值、最大值的描述性统计

数据。从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企业价值 TobinQ 的分析结果来看，样本企业在企业绩

效方面的表现上差异较大，最大值为 12.4150，最小值为 0.8644，两者之间差距较大。

表明样本企业的长期绩效以及企业价值存在较大个体差异。对于解释变量高管团队特

征的各个特征来看，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在 48 岁。最大的年龄是 61 岁，最小的是 35

岁。高管团队任期的差距也非常大，任期的均值是 41 个月。最小是 1 个月，最大是

135 个月。标准差为 16.1966。标准差比较大，说明离散程度比较高。高管团队的教育

特征相对比较正态分布。均值和中位数接近。均值为 3.2885。中位数为 3.25。最小值

为 1.7059，最大值为 4.65, 标准差为 3.250，标差不大，说明所有公司高管团队达到本

科学历以上水平。高管团队的海外背景特征均值为 0.5916，表明 59%的高管基本都有海

外学习或者工作的经历。高管团队的政治关联均值为 0.3422，表明 34%的企业高管有过

人大或者政协工作的背景。其中中介变量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均值为 24.4348。说明上

市公司普遍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整体水平偏低。标准差为 16.1966，标准差比较大，说明

离散程度比较高。最小值为-19.75，最大值为 92，表明各企业之间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

差异非常大。对于调节变量组织冗余，其均值为 2.7925，中位数是 1.6932。控制变量

中企业的所有权均值为 0.3522。表明 35%以上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企业年龄均值为

18.0506，中位数为 17.6822，表明一半以上的企业成立时间大于 17 年。企业的规模差

距也是非常大，但是平均值和中位数较邻近，说明企业的规模呈正态分布。企业的成

长性、资产负债率、大股东持股、高管薪酬比例以及高管的团队规模这几个控制变量

的均值和中位数均临近，表明这些控制变量趋于正态分布。但其中企业的成长性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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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率最小值、最大值之间的差异比较大，说明企业的之间的成长性和资产负债

率相对差异较大，并且第一大股东持股的差距也比较大，最小值为 0.0029，最大值为

0.8999。其中，高管的薪酬比例差距也比较大，最小值为 9.6443，最大值为 18.2917。

以及高管人数的比例在各个企业分布差距也比较大，最少值为 8，最大值为 56。两职

合一的平均值为 0.2685。表明上市企业中高于 26%的高管团队有 CEO 和总经理两职合

一的情况。 

 

表 5.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TobinQ 25846 2.6498 1.9772 0.8644 2.0080 12.4150 

TMT_Age 25846 48.9401 3.2127 35.6000 49.0000 61.8571 

TMT_Tenure 25846 41.2993 16.1966 1.0000 39.5333 135.5000 

TMT_Edu 25846 3.2885 0.3862 1.7059 3.2500 4.6500 

TMT_Overseas 25846 0.5916 0.4915 0.0000 1.0000 1.0000 

TMT_PC 25846 0.3422 0.4744 0.0000 0.0000 1.0000 

CSR 25846 24.4348 15.8809 -19.7500 21.9800 92.0900 

Slack 25846 2.7935 4.5394 -5.1316 1.6932 204.7421 

RID 25846 8.2710 1.9103 -1.4200 8.7000 11.4000 

Own 25846 0.3522 0.4777 0.0000 0.0000 1.0000 

Age 25846 18.0560 5.7918 0.0356 17.6822 64.2932 

Size 25846 22.0869 1.3410 13.0760 21.9048 28.6365 

Growth 25846 0.1925 0.4437 -0.5744 0.1172 2.9687 

Lev 25846 0.4249 0.2956 -0.1947 0.4091 13.3969 

Board 25846 8.6327 1.7121 4.0000 9.0000 18.0000 

Fir 25846 0.3499 0.1507 0.0029 0.3300 0.8999 

Pay 25846 14.3058 0.7283 9.6443 14.2899 18.2917 

Dual 25846 0.2685 0.4432 0.0000 0.0000 1.0000 

Num 25846 18.9136 4.9402 8.0000 18.0000 56.0000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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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相关性分析 

变量相关性采取皮尔森系数检验法，皮尔森系数是两组数据协方差与标准方差的

比值，所以皮尔森系数的值会落在[-1，1]之间，本文变量皮尔森相关性检验时设定置

信水平 5%和 95%，***、**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 1%、5%和 10%的水平上是显著的。 

表 5.2 报告了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TobinQ），解释变量 TMT 年龄（TMT-Age），

TMT 任期（TMT-Tenure），TMT 学历水平（TMT-Edu），TMT 海外经历（TMT-

Overseas），TMT 政治关联（TMT-Pc），以及中介变量企业社会责任 CSR、调节变量

组织冗余（Slack）和制度环境（RID）各个控制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系数。各变量与企

业绩效（TobinQ）之间的皮尔森相关性关系如下所示： 

TMT 特征的 5 个维度变量与企业绩效都呈现正向相关性。其中 TMT 年龄（TMT-

Age）与企业绩效（TobinQ）之间在 1%水平上显著相关性，且相关性系数为 0.2002；

TMT 任期（TMT-Tenure）与企业绩效（TobinQ）之间在 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且相

关性系数为 0.1464；TMT 学历水平（TMT-Edu）特征与企业绩效在 5%水平上显著相关，

二者之间的相关性系数为 0.2031；TMT 海外经历（TMT-Overseas）与企业绩效在 1%水

平上显著相关，二者之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为 0.0503；TMT 政治关联（TMT-Pc）与企

业绩效之间在 1%水平上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且二者之间的相关性系数为 0.2650。 

TMT 特征的 5 个维度变量与企业社会责任评估得分之间的相关性显示均呈现正相

关性。其中 TMT 特征中的年龄（TMT-Age）与企业社会责任 CSR 在 1%水平上呈现显

著的正相关性，且二者之间的相关性系数为 0.0841；TMT 特征中的任期（TMT-Tenure）

与企业社会责任 CSR 在 5%水平上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且二者之间的相关性系数为

0.1027；TMT 特征中的学历水平（TMT-Edu）与企业社会责任 CSR 在 1%水平上呈现显

著的正相关性，且二者之间的相关性系数为 0.0587；TMT 特征中的海外经历（TMT-

Overseas）与企业社会责任 CSR 在 1%水平上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且二者之间的相关

性系数为 0.1535；TMT 特征中的政治关联（TMT-Pc）与企业社会责任 CSR 在 1%水平

上呈现显著的相关性，且二者之间的相关性系数为 0.2965。企业社会责任 CSR 与企业

绩效（TobinQ）之间在 1%水平上呈现显著的相关性，且相关系数为 0.1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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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研究发现部分控制变量如组织冗余（Slack）、制度环境（RID）、企业规

模（Size）、企业成长性（Growth）、两职合一（Dual）、高管人数（Num）与企业

绩效（TobinQ）在 1%水平上呈现显著的相关性。系数值均为正值。而产权性质

（Own）、企业年龄（Age）、资产负债率（Lev）、董事会规模（Board）、股权集

中度（Fir）、高管薪酬（Pay）、与企业绩效（TobinQ）在 1%水平上呈现显著的相关

性，但系数为负。整体来看，本次研究变量之间均存在一定的显著性相关性，从变量

间的皮尔森系数相关性分析结果来看，本文假设 H1、假设 H2、假设 H3 得到了正向相

关性的验证，且 TMT 特征与企业绩效、TMT 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与

企业绩效之间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正相关关系。但需要进一步采用其它分析验证

本次研究的影响性。 

 

表 5.26 相关性分析 
 Tobin

Q 

TMT_A

ge 

TMT_Ten

ure 

TMT_E

du 

TMT_Over

seas 

TMT_

PC 

CSR Slac

k 

RID 

TobinQ 1.000         

TMT_Age 0.200*

** 

1.000        

TMT_Tenu

re 
0.146*

** 

0.320*** 1.000       

TMT_Edu 0.203*

* 

0.029*** 0.000 1.000      

TMT_Over

seas 
0.050*

** 

0.033*** 0.037*** 0.278*** 1.000     

TMT_PC 0.265*

** 

0.022*** 0.026*** 0.006 0.028*** 1.000    

CSR 0.167*

** 

0.084*** 0.102** 0.058*** 0.1535*** 0.296*** 1.000   

Slack 0.208*

** 

-0.128*** -0.084*** 0.007 0.0308*** -0.023*** 0.014
** 

1.000  

RID 0.031*

** 

-0.008 0.102*** 0.072*** 0.1301*** -0.050*** -
0.048
*** 

0.010 1.000 

Own -
0.243*

** 

0.342*** 0.023*** 0.098*** 3-0.1339*** -0.036*** 0.138
*** 

-
0.162
*** 

-
0.2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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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 -
0.099*

** 

0.201*** 0.232*** 0.047*** 0.021*** 0.035*** 0.068
*** 

0.119
*** 

0.167
*** 

Size 0.503*

** 

0.363*** 0.158*** 0.212*** 0.077*** 0.039*** 0.273
*** 

0.251
*** 

0.007 

Growth 0.068*

** 

0.101*** -0.105*** 0.018*** 0.028*** 0.007 0.077
*** 

0.032
*** 

0.027
*** 

Lev -
0.167*

** 

0.086*** 0.015** 0.034*** -0.034*** -0.005 -
0.035
*** 

-
0.349
*** 

-
0.075
*** 

Board -
0.168*

** 

0.225*** 0.026*** 0.059*** 0.053*** 0.053*** 0.144
*** 

-
0.097
*** 

-
0.123
*** 

Fir -
0.075*

** 

0.116*** -0.091*** -0.009 -0.021*** 0.011* 0.152
*** 

-
0.017
*** 

-
0.029
*** 

Pay -
0.126*

** 

0.177*** 0.104*** 0.284*** 0.191*** -0.020*** 0.206
*** 

-
0.074
*** 

0.286
*** 

Dual 0.143*

** 

0.188*** 0.057*** 0.018*** 0.041*** 0.060*** 0.064
*** 

0.110
*** 

0.136
*** 

Num 0.200*

** 

0.210*** 0.069*** 0.126*** 0.098*** 0.014** 0.108
*** 

0.149
*** 

0.137
*** 

来源：本研究整理 

 

表 5.2 相关性分析（续） 

 Own Age Size Growt

h 

Lev Board Fir Pay Dual Num 

Own 1.000          

Age 0.100*** 1.000         

Size 0.363*** 0.158*** 1.000        

Growt

h 
0.061*** 0.047*** 0.031*** 1.000       

Lev 0.215*** 0.134*** 0.308*** 0.022**

* 

1.000      

Board 0.261*** 0.036*** 0.280*** -
0.015** 

0.10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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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 0.234*** 0.129*** 0.214*** 0.001 0.019*** 0.029*** 1.000    

Pay 0.020*** 0.203*** 0.456*** 0.002 0.062*** 0.100*** 0.003 1.000   

Dual 0.293*** 0.094*** 0.198*** 0.020**

* 

0.122*** 0.181*** 0.033*** 0.016** 1.000  

Num 0.365*

** 

0.095*

** 

0.415*

** 

0.015

** 

0.192*

** 

0.514*

** 

0.045*

** 

0.1885*

** 

0.226*

** 

1.00

0 

来源：本研究整理 

 

5.3 面板模型检验 

为确定数据结构适合构建何种模型，分别进行 F检验和 Hausman 检验，两种检验

的假设和估计结果如表 5.3所示。F检验结果显示，F统计量值为 5.22，相应的 P值

=0.0000<0.01，故应拒绝原假设，认为在 1%的水平上个体效应是显著存在的，构建面

板回归模型将优于混合回归模型。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卡方统计量值为 440.68，

相应的 P值=0.0000<0.01，故应拒绝原假设，考虑到个体效应与解释变量在 1%的水平

上呈现显著相关性，因此本研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而非随机效应模型来进行构建。 

 

表 5.37F检验和 Hausman 检验 

检验方

法 

原假设和备择假设 统计量 P 值 结论 

F 检验 H0：个体效应不存在，应选择混合

回归模型 

H1：个体效应存在，应选择面板回

归模型 

F=5.22 0.0000  拒绝 H0，认

为个体效应

存在，应选

择面板回归

模型 

Hausman

检验 

H0：个体效应与自变量不相关，应

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H1：个体效应与自变量相关，应选

择固定效应模型 

Chi2=440.68 0.0000 拒绝 H0，认

为个体效应

与解释变量

相关，应选

择固定效应

模型 

来源：本研究整理 

 

5.4 主效应检验 

根据本次研究设计可知，研究首先将检验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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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变量设计，首先将自变量高管团队特征五个维度，即 TMT 年龄（TMT-Age），

TMT 任期（TMT-Tenure），TMT 学历水平（TMT-Edu），TMT 海外经历（TMT-

Overseas），TMT 政治关联（TMT-Pc）与因变量企业绩效（TobinQ）放入模型中，并

进一步在此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组织冗余（Slack）、制度环境（RID）、产权

性质（Own）、企业年龄（Age）、企业规模（Size）、企业成长性（Growth）、资产

负债率（Lev）、董事会规模（Board）、股权集中度（Fir）、高管薪酬（Pay）、两

职合一（Dual）、高管人数（Num）。 

主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 5.4 所示。主效应回归结果（1）显示，TMT 年龄

（TMT-Age）的估计系数为 0.2013，其在 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 TMT 年龄对 TobinQ

具有显著性正向的影响，高管团队整体平均年龄越大，企业绩效越好，验证了假设 

H1a。主效应回归结果（2）显示，TMT任期（TMT-Tenure） 的估计系数为 0.2183，且

在 5%水平上显著，证明 TMT 任期（TMT-Tenure）对 TobinQ 具有显著性的正向影响；

平均任期越长，企业绩效越显著，验证了假设 H1b。主效应回归（3）结果显示，

TMT 学历水平（TMT-Edu）的估计系数为 0.1626，且在 1%水平上显著，证明 TMT 学

历水平（TMT-Edu）对 TobinQ 具有显著性正向的影响；高管团队学历越高，越利好企

业绩效，验证了假设  H1c。主效应回归（4）结果显示，TMT 海外经历（TMT-

Overseas）的估计系数为 0.0032，且在 5%水平上显著，证明 TMT 海外经历（TMT-

Overseas）对 TobinQ 具有显著性正向的影响，验证了假设 H1d；主效应回归（5）结

果显示，TMT 政治关联（TMT-Pc）的估计系数为 0.1045，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证

明 TMT 政治关联（TMT-Pc）对 TobinQ 具有显著性的影响，验证了假设 H1e。考虑到

模型中大部分变量之间都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为避免多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

共线性对主要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产生影响，我们对主效应模型中的所有变量进行共

线性诊断，各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如表 5.4 中的 VIF 列所示，根据检验结果，所有变

量的方差膨胀因子 VIF 均未超过 10，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所构建的模型不存在多重共

线性。 

 

 

 



81 

 

表 5.48 主效应回归结果 
 (1) (2) (3) (4) (5)  

 TobinQ TobinQ TobinQ TobinQ TobinQ VIF 

TMT_Age 0.2013**     1.42 

 (0.002)      

TMT_Tenure  0.2183**    1.38 

  (0.001)     

TMT_Edu   0.1626***   1.20 

   (0.075)    

TMT_Overseas    0.0032**  1.16 

    (0.024)   

TMT_PC     0.1085*** 1.04 

     (0.005)  

Own -0.2634*** -0.2488** -0.2661*** -0.2631*** -0.2630*** 1.58 

 (0.088) (0.088) (0.089) (0.088) (0.088)  

Age -0.0539*** -0.0265* -0.0561*** -0.0535*** -0.0560*** 1.28 

 (0.015) (0.015) (0.013) (0.014) (0.014)  

Size -1.1969*** -1.1929*** -1.2005*** -1.1967*** -1.1922*** 1.95 

 (0.059) (0.059) (0.059) (0.059) (0.058)  

Growth 0.2054*** 0.2039*** 0.2061*** 0.2052*** 0.2051*** 1.05 

 (0.051) (0.052) (0.052) (0.052) (0.052)  

Lev 0.3470*** 0.3580*** 0.3460*** 0.3470*** 0.3454*** 1.16 

 (0.096) (0.097) (0.097) (0.096) (0.096)  

Board 0.0294*** 0.0318*** 0.0287*** 0.0295*** 0.0294*** 1.46 

 (0.010) (0.010) (0.010) (0.010) (0.010)  

Fir 0.2180 0.1391 0.2268 0.2188 0.2272 1.16 

 (0.199) (0.195) (0.197) (0.202) (0.200)  

Pay 0.2829*** 0.2667*** 0.2770*** 0.2828*** 0.2836*** 1.52 

 (0.056) (0.055) (0.055) (0.056) (0.056)  

Dual 0.0126 0.0062 0.0139 0.0125 0.0036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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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1) (0.108) (0.112) (0.111) (0.109)  

Num -0.0003 -0.0072** -0.0005 -0.0004 -0.0005 1.7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常数项 25.4997*** 25.6474*** 25.2410*** 25.5530*** 25.5263***  

 (1.499) (1.534) (1.683) (1.608) (1.597)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25846 25846 25846 25846 25846  

R2 0.417 0.420 0.418 0.417 0.418  

adj. R2 0.417 0.420 0.417 0.417 0.417  

来源：本研究整理 

 

5.5 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效应模型式(2)的回归结果如表 5.5所示。表 5.5回归结果(1)显示，TMT年龄

（TMT-Age）的估计系数为 0.1710，其在 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 TMT年龄对企业社会责

任 CSR具有显著性的影响；TMT任期（TMT-Tenure）的估计系数为 0.2088，且在 1%水

平上显著，表明 TMT任期（TMT-Tenure）对 CSR 具有显著性的影响；TMT 学历水平

（TMT-Edu）的估计系数为 0.3839，且在 5%水平上显著，表明 TMT学历水平（TMT-

Edu）对 CSR 具有显著性的影响；TMT海外经历（TMT-Overseas）的估计系数为

0.1191，且在 5%水平上显著，表明 TMT 海外经历（TMT-Overseas）对 CSR具有显著性

的影响；TMT 政治关联（TMT-Pc）的估计系数为 0.4153，且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 TMT

政治关联（TMT-Pc）对 CSR具有显著性的影响。从表 5.5的中介效应模型回归估计系数

及显著性来看，TMT五个维度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 CSR有着显著的影响。即验证

了假设 H2。 

 

表 5.59中介效应模型回归结果（I） 
 (1) (2) (3) (4) (5) 

 CSR CSR CSR CSR CSR 

TMT_Age 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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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5)     

TMT_Tenure  0.2088***    

  (0.003)    

TMT_Edu   0.3839**   

   (0.005)   

TMT_Overseas    0.1191**  

    (0.009)  

TMT_PC     0.4153*** 

     (0.001) 

Own -0.0915 -0.1116 -0.0897 -0.1024 -0.0974 

 (0.640) (0.650) (0.640) (0.641) (0.638) 

Age -1.7060*** -1.7552*** -1.7203*** -1.7269*** -1.7166*** 

 (0.079) (0.097) (0.073) (0.071) (0.070) 

Size 3.3181*** 3.2987*** 3.3119*** 3.3047*** 3.2851*** 

 (0.250) (0.238) (0.239) (0.243) (0.239) 

Growth 2.2240*** 2.2352*** 2.2318*** 2.2333*** 2.2345*** 

 (0.326) (0.326) (0.324) (0.324) (0.323) 

Lev -4.2199*** -4.2289*** -4.2150*** -4.2170*** -4.2110*** 

 (0.556) (0.556) (0.551) (0.553) (0.554) 

Board 0.1350 0.1273 0.1317 0.1306 0.1300 

 (0.133) (0.136) (0.133) (0.134) (0.134) 

Fir 4.5500*** 4.5821*** 4.4788*** 4.5055*** 4.4650*** 

 (1.355) (1.257) (1.326) (1.334) (1.335) 

Pay 3.0822*** 3.1024*** 3.0989*** 3.0883*** 3.0820*** 

 (0.386) (0.394) (0.388) (0.384) (0.382) 

Dual -0.2458 -0.2310 -0.2410 -0.2401 -0.2025 

 (0.256) (0.256) (0.255) (0.254) (0.257) 

Num -0.1635*** -0.1542*** -0.1611*** -0.1596*** -0.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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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9) (0.033) (0.029) (0.029) (0.029) 

常数项 -58.0259*** -60.8952*** -60.0603*** -60.8519*** -60.6931*** 

 (5.689) (4.620) (4.668) (4.546) (4.543)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N 25846 25846 25846 25846 25846 

R2 0.185 0.185 0.185 0.185 0.185 

adj. R2 0.184 0.184 0.184 0.184 0.184 

来源：本研究整理 

 

本文检验企业社会责任的中介效应是根据 Baron and Kenny (1986)提出的中介检验

方法。具体步骤为：（1）检验自变量（高管团队特征）与因变量（企业绩效）的关系

是否显著；（2）检验自变量（高管团队特征）与中介变量（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是

否显著；（3）检验中介变量（企业社会责任 CSR）与因变量（企业绩效）的关系是否

显著；（4）检验自变量（高管团队特征）、中介变量（企业社会责任）对因变量（企

业绩效）的关系是否显著。如果前三步回归方程全部显著，且第四个回归方程中自变

量高管团队特征对因变量企业绩效的关系显著但系数减弱，则中介效应成立，否则无

中介效应。本文的中介效应模型式(3)是在模型式(2)的基础上加入企业社会责任以后的

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式(3)的回归结果如表 5.6 所示。 

首先，在中介效应模型式(3)的所有回归结果中，中介变量企业社会责任的估计系

数均为 0.0047，且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的，表明企业社会责任CSR对企业绩效TobinQ

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假设 H3 得到验证。 

表 5.6 表示了企业社会责任在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该模型显

示其中中介效应模型式(3)是在模式(2)的基础上加入了企业社会责任 CSR，企业社会责

任 CSR 的回归系数为 0.0047，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进一步看，表 5.6 的回归结果显

示，在加入企业社会责任 CSR 中介变量后，TMT 年龄（TMT-Age）对 TobinQ 的估计

系数为 0.0017，其在 5%的水平上显著；TMT 任期（TMT-Tenure）对 TobinQ 的估计系

数为 0.0083，且在 1%的水平上是显著的；TMT 学历水平（TMT-Edu）对 TobinQ 的估

计系数为 0.1644，但不显著；TMT 海外经历（TMT-Overseas）对 TobinQ 的估计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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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0017，不显著；TMT 政治关联（TMT-Pc）的估计系数为 0.1064，且在 1%水平上显

著。在高管团队特征的五个维度中，其中 TMT 年龄，TMT 任期，TMT 政治关联在中

介效应模式（3）中系数均小于其相应的在模式（1）中的系数。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

业绩效影响显著。因此，企业社会责任 CSR 对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绩效中起部分中介

作用。H4 部分假设成立。其中的 H4a，H4b，H4e 假设成立，但假设 H4c，H4d 没有

得到支持。 

 

表 5.610中介效应模型回归结果（II） 

 (1) (2) (3) (4) (5) 

 TobinQ TobinQ TobinQ TobinQ TobinQ 

TMT_Age 0.0017**     

 (0.009)     

TMT_Tenure  0.0083***    

  (0.001)    

TMT_Edu   0.1644   

   (0.004)   

TMT_Overseas    0.0017  

    (0.004)  

TMT_PC     0.1064*** 

     (0.036) 

CSR  0.0047*** 0.0047*** 0.0047*** 0.0047*** 0.0047***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Own -0.2630*** -0.2483** -0.2657*** -0.2627*** -0.2626*** 

 (0.087) (0.087) (0.088) (0.087) (0.087) 

Age -0.0459*** -0.0182 -0.0481*** -0.0454*** -0.0479*** 

 (0.015) (0.015) (0.014) (0.015) (0.014) 

Size -1.2124*** -1.2085*** -1.2160*** -1.2121*** -1.2076*** 

 (0.060) (0.060) (0.061) (0.061) (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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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0.1950*** 0.1933*** 0.1956*** 0.1948*** 0.1946*** 

 (0.050) (0.050) (0.051) (0.050) (0.050) 

Lev 0.3667*** 0.3780*** 0.3657*** 0.3666*** 0.3652*** 

 (0.097) (0.097) (0.097) (0.097) (0.097) 

Board 0.0288*** 0.0312*** 0.0281** 0.0289** 0.0288** 

 (0.010) (0.010) (0.010) (0.010) (0.010) 

Fir 0.1968 0.1175 0.2059 0.1978 0.2062 

 (0.201) (0.197) (0.199) (0.204) (0.202) 

Pay 0.2685*** 0.2520*** 0.2626*** 0.2684*** 0.2692*** 

 (0.053) (0.052) (0.052) (0.053) (0.053) 

Dual 0.0137 0.0073 0.0150 0.0136 0.0046 

 (0.111) (0.108) (0.112) (0.111) (0.109) 

Num 0.0005 -0.0064* 0.0003 0.0004 0.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常数项 25.7702*** 25.9346*** 25.5217*** 25.8366*** 25.8110*** 

 (1.498) (1.526) (1.669) (1.597) (1.586)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N 25846 25846 25846 25846 25846 

R2 0.419 0.422 0.419 0.419 0.419 

adj. R2 0.418 0.421 0.418 0.418 0.419 

来源：本研究整理 

 

5.6 调节效应检验 

    为避免引入调节效应的交互项后产生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在引入模型之前我们先

对主要解释变量、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按个体进行中心化处理，中心化处理的公式

为：𝐶 = 𝑥 − �̅�,其中，𝑥表示变量的值，�̅�表示该变量的均值。 

    由前文的主效应和中介效应回归结果可知，TMT 年龄（TMT-Age），TMT 任期

（TMT-Tenure），TMT 学历水平（TMT-Edu），TMT 海外经历（TMT-Overseas）， 

TMT 政治关联（TMT-Pc）对 CSR 的影响显著为正，对 TobinQ 的影响也显著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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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而中介变量 CSR 对 TobinQ 的影响作用也是显著为正向的，故可以进一步探究调

节变量组织冗余在其中是否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 

    调节中介效应模型式（4）的回归结果如表 5.7 所示，表 5.7 的回归结果（1）中，

组织冗余 Slack 在 TMT 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都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其中：

组织冗余 Slack 在 TMT 年龄（TMT-Age）与企业社会责任 CSR 之间的正向调节回归

估计系数为 0.0362，且在 1%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假设 H5a 成立；组织冗余 Slack 在

TMT-Tenure 与企业社会责任 CSR 之间正向调节回归估计系数为 0.0038，且在 1%水平

上具有显著性，假设 H5b 成立；组织冗余 Slack 在 TMT-Edu 与企业社会责任 CSR 之

间的正向调节回归估计系数为 0.2444，且在 10%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假设 H5c 成立；

组织冗余 Slack 在 TMT-Overseas 与企业社会责任 CSR 之间的调节回归估计系数为

0.0631，但是没有具备显著性，假设 H5d 不成立；组织冗余 Slack 在 TMT-PC 与企业

社会责任 CSR 之间的调节回归估计系数为 0.1196，且在 5%水平上具有显著性，但是

其系数为负，假设 H5e 不成立。与假设相反。组织冗余 Slack 负向调节 TMT-PC 与企

业社会责任关系。 

表 5.711调节作用模型回归结果)Ⅰ( 
 (1) (2) (3) (4) (5) 
 CSR CSR CSR CSR CSR 

TMT_Age 0.0702**     

 (0.054)     

Age_Slack 0.0362***     

 (0.006)     

TMT_Tenure  0.1088**    

  (0.013)    

Tenure_Slack  0.0038***    

  (0.001)    

TMT_Edu   0.3835**   

   (0.522)   

Edu_Slack   0.2444*   

   (0.136)   

TMT_Overseas    0.1189**  

    (0.151)  

Overseas_Slack    0.0631  

    (0.056)  

TMT_PC     0.4031*** 

     (0.260) 
PC_Slack     -0.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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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5) 
Slack 0.0313** 0.0423** 0.0029 0.0007 0.0072 

 (0.014) (0.018) (0.016) (0.017) (0.014) 
Own -0.0805 -0.1062 -0.0937 -0.0993 -0.1058 

 (0.640) (0.650) (0.643) (0.642) (0.636) 
Age -1.7076*** -1.7576*** -1.7216*** -1.7268*** -1.7148*** 

 (0.080) (0.097) (0.073) (0.072) (0.070) 
Size 3.3302*** 3.3205*** 3.3112*** 3.3039*** 3.2848*** 

 (0.246) (0.232) (0.234) (0.237) (0.235) 
Growth 2.2289*** 2.2440*** 2.2324*** 2.2352*** 2.2384*** 

 (0.323) (0.323) (0.316) (0.319) (0.317) 
Lev -4.1806*** -4.1598*** -4.2127*** -4.2146*** -4.1932*** 

 (0.559) (0.557) (0.561) (0.562) (0.556) 
Board 0.1343 0.1281 0.1322 0.1296 0.1294 

 (0.134) (0.137) (0.132) (0.134) (0.133) 
Fir 4.5343*** 4.5567*** 4.4720*** 4.5034*** 4.4447*** 

 (1.346) (1.248) (1.323) (1.328) (1.328) 
Pay 3.0657*** 3.0890*** 3.0991*** 3.0885*** 3.0817*** 

 (0.384) (0.393) (0.388) (0.384) (0.382) 
Dual -0.2392 -0.2392 -0.2369 -0.2401 -0.2061 

 (0.258) (0.257) (0.254) (0.255) (0.258) 
Num -0.1639*** -0.1542*** -0.1608*** -0.1594*** -0.1609*** 

 (0.029) (0.033) (0.029) (0.029) (0.029) 

常数项 -58.1096*** -61.2532*** -59.9479*** -60.8372*** -60.7270*** 

 (5.597) (4.498) (4.538) (4.419) (4.451)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N 25846 25846 25846 25846 25846 

R2 0.185 0.185 0.185 0.185 0.185 

adj. R2 0.184 0.184 0.184 0.184 0.184 

来源：本研究整理 

 

调节中介效应模型式(5)的回归结果如表 5.8 所示。由表 5.8 的回归结果可知，交互

项 CSR*RID 的系数均为正，且在 1%水平上具有显著性，而企业社会责任 CSR 对企业

绩效 TobinQ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故调节变量制度环境 RID 会促进企业社会责任 CSR

对企业绩效 TobinQ 的正向影响，调节效应为正向调节。说明制度环境 RID 在企业社会

责任 CSR 与企业绩效 TobinQ 之间的正向调节成立，即假设 H6 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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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12调节中介模型回归结果(Ⅱ) 

 (1) (2) (3) (4) (5) 

 TobinQ TobinQ TobinQ TobinQ TobinQ 

CSR_RID 0.0069*** 0.0066*** 0.0070*** 0.0069*** 0.0070***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TMT_age 0.0103***     

 (0.001)     

Age_Slack 0.0014***     

 (0.004)     

TMT_Tenure  0.0108***    

  (0.001)    

Tenure_Slack  0.0002***    

  (0.000)    

TMT_Edu   0.1699**   

   (0.074)   

Edu_Slack   0.0058***   

   (0.029)   

TMT_Overseas    0.0026  

    (0.024)  

Overseas_Slack    0.0168  

    (0.008)  

TMT_PC     0.1346*** 

     (0.035) 

PC_Slack     -0.0130 

     (0.015) 

Slack 0.0093** 0.0079** 0.0074** 0.0082** 0.0077* 

 (0.004) (0.004) (0.003) (0.003) (0.004) 

CSR 0.0049*** 0.0049*** 0.0049*** 0.0049*** 0.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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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RID 0.0869*** 0.0901*** 0.0878*** 0.0871*** 0.0865*** 

 (0.018) (0.019) (0.018) (0.018) (0.017) 

Own -0.2623*** -0.2490*** -0.2657*** -0.2638*** -0.2637*** 

 (0.083) (0.083) (0.083) (0.083) (0.082) 

Age -0.0659*** -0.0399** -0.0683*** -0.0653*** -0.0677*** 

 (0.014) (0.015) (0.014) (0.014) (0.014) 

Size -1.2141*** -1.2107*** -1.2188*** -1.2138*** -1.2106*** 

 (0.059) (0.059) (0.060) (0.060) (0.059) 

Growth 0.2007*** 0.1984*** 0.2011*** 0.1999*** 0.2002*** 

 (0.050) (0.051) (0.051) (0.050) (0.050) 

Lev 0.3919*** 0.3996*** 0.3886*** 0.3912*** 0.3887*** 

 (0.095) (0.097) (0.094) (0.093) (0.092) 

Board 0.0283*** 0.0308*** 0.0275** 0.0288*** 0.0283** 

 (0.009) (0.009) (0.010) (0.010) (0.010) 

Fir 0.1917 0.1172 0.2018 0.1922 0.2003 

 (0.203) (0.199) (0.201) (0.207) (0.203) 

Pay 0.2624*** 0.2468*** 0.2571*** 0.2630*** 0.2641*** 

 (0.051) (0.051) (0.051) (0.052) (0.052) 

Dual 0.0088 0.0023 0.0096 0.0078 -0.0009 

 (0.112) (0.109) (0.112) (0.111) (0.110) 

Num 0.0004 -0.0063* 0.0002 0.0002 0.0002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常数项 25.4914*** 25.6374*** 25.2213*** 25.5266*** 25.5314*** 

 (1.487) (1.521) (1.648) (1.575) (1.565)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N 25846 25846 25846 25846 25846 

R2 0.421 0.424 0.421 0.421 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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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 R2 0.420 0.423 0.420 0.420 0.421 

来源：本研究整理 

 

5.7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对被解释变量 TobinQ进行滞后一期的处理后再放

入模型中进行主效应的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5.9），表 5.9的回归结果与前文主效应检

验的回归结果是一致的，故可以认为模型估计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表 5.913稳健性检验结果 
 (1) (2) (3) (4) (5) 

 TobinQ TobinQ TobinQ TobinQ TobinQ 

TMT_Age 0.0163**     

 (0.005)     

TMT_Tenure  0.0724***    

  (0.000)    

TMT_Edu   0.1743**   

   (0.003)   

TMT_Overseas    0.0016**  

    (0.012)  

TMT_PC     0.0643*** 

     (0.017) 

Own -0.1310*** -0.1238** -0.1323*** -0.1309*** -0.1308*** 

 (0.044) (0.044) (0.044) (0.044) (0.044) 

Age -0.0268*** -0.0132* -0.0279*** -0.0266*** -0.0279*** 

 (0.007) (0.007) (0.007) (0.007) (0.007) 

Size -0.5953*** -0.5934*** -0.5971*** -0.5952*** -0.5930*** 

 (0.029) (0.029) (0.029) (0.029) (0.029) 

Growth 0.1022*** 0.1014*** 0.1025*** 0.1021*** 0.1020*** 

 (0.026) (0.026) (0.026) (0.026) (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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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 0.1726*** 0.1781*** 0.1721*** 0.1726*** 0.1718*** 

 (0.048) (0.048) (0.048) (0.048) (0.048) 

Board 0.0146*** 0.0158*** 0.0143*** 0.0147*** 0.0146***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Fir 0.1085 0.0692 0.1128 0.1088 0.1130 

 (0.039) (0.027) (0.018) (0.001) (0.000) 

Pay 0.1407*** 0.1326*** 0.1378*** 0.1406*** 0.1411*** 

 (0.028) (0.028) (0.027) (0.028) (0.028) 

Dual 0.0063 0.0031 0.0069 0.0062 0.0018 

 (0.055) (0.054) (0.055) (0.055) (0.054) 

Num -0.0002 -0.0036** -0.0002 -0.0002 -0.0002 

 (0.002) (0.001) (0.002) (0.002) (0.002) 

常数项 11.3420*** 11.4155*** 11.2133*** 11.3685*** 11.3552*** 

 (0.005) (0.003) (0.007) (0.000) (0.004)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N 25846 25846 25846 25846 25846 

R2 0.417 0.420 0.418 0.417 0.418 

adj. R2 0.417 0.420 0.417 0.417 0.417 

来源：本研究整理 

 

5.8 假设检验结果汇总 

根据上述的相关性检验、主效应检验、中介效应检验、调节效应检验及稳健性检

验，根据本文的假设，表 5.10对检验结果进行了综合汇总： 

 

表 5.1014假设检验结果汇总 

假设 是否成立 

H1a: TMT年龄正向影响企业绩效。 成立 

H1b: TMT任期正向影响企业绩效。 成立 

H1c: TMT教育水平正向影响企业绩效。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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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d: TMT海外经历正向影响企业绩效。 成立 

H1e: TMT政治关联正向影响企业绩效。 成立 

  

H2a: TMT年龄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 成立 

H2b: TMT任期正向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成立 

H2c: TMT教育水平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 成立 

H2d: TMT海外经历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 成立 

H2e: TMT政治关联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 成立 

  

H3：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成立 

  

H4：企业社会责任在 TMT特征与企业绩效之间产生

中介效应 

部分成立 

H4a: 企业社会责任在 TMT 年龄与企业绩效之间产生中

介效应。 

成立 

H4b: 企业社会责任在 TMT 任期与企业绩效之间产生中

介效应。 

成立 

H4c: 企业社会责任在 TMT 学历与企业绩效之间产生中

介效应。 

不成立 

H4d: 企业社会责任在 TMT 海外经历与企业绩效之间产

生中介效应。 

不成立 

H4e: 企业社会责任在 TMT 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产

生中介效应。 

成立 

H5: 组织冗余（slack）在 TMT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之

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部分成立 

H5a: 组织冗余在 TMT 年龄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起正向

调节作用。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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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b: 组织冗余在 TMT 任期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起正向

调节作用。 

成立 

H5c: 组织冗余在 TMT 学历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起正向

调节作用。 

成立 

H5d: 组织冗余在 TMT 海外经历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起

正向调节作用。 

不成立 

H5e: 组织冗余在 TMT 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起

正向调节作用。 

不成立（相反-负向调节） 

H6：制度环境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起正

向调节作用 

成立 

来源：本研究整理 

 

5.9 本章小结 

    本章第一节首先对样本观察值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模型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

计结果。值得注意的是，中介变量企业社会责任 CSR的均值为 24.4348。说明上市公司

普遍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整体水平偏低。 

    本章第二节主要进行变量间的相关性检验。整体来看，本研究变量之间均存在一

定的显著性相关性。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 TMT 特征的 5个维度变量与企业绩效都呈现

正向相关性。TMT特征的 5个维度变量与企业社会责任评估得分之间的相关性显示均

呈现正相关性。此外，部分控制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TobinQ）呈现显著的相

关性。 

    本章第三节进行面板模型检验。分别进行 F检验和 Hausman检验，两种检验的假

设和估计结果表明应选择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而非随机效应模型。 

本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是主要的实证分析。回归结果支持了理论分析中的假设 H1、H2、

H3，分别是：TMT五个维度特征分别正向影响企业绩效、TMT五个维度特征正向影响企

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正向影响企业绩效。本章第五节对中介效应通过逐步回归

法进行检验，在高管团队特征的五个维度中，其中企业社会责任在 TMT 年龄，TMT任

期，TMT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中起着中介作用。但是企业社会责任在 TMT学历，TMT海

外经历与企业绩效中的中介作用没有得到验证。本章第六节对调节效应进行检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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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果部分支持了理论分析中的调节效应的假设 H5，即组织冗余在 TMT 年龄，TMT任

期以及 TMT 学历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有正向调节作用，但其中组织冗余在 TMT海外经

历，TMT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中的正向调节作用没有成立。本章第六节的第

二个调节效应检验，其回归结果支持了假设 H6，即制度环境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

效之间有正向调节作用。 

    最后，本章最后一节对主效应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通过对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

TobinQ进行滞后一期的处理后再放入模型中进行主效应的模型回归。经检验发现，该

模型的回归结果与前文主效应检验的回归结果相吻合，这表明该模型的估计结果具有

相当的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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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 2010-2019A 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企业社会责任的前因和后果为

主线，从高管团队特征的视角入手，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前因以及其经济后果。通过理

论推演与实证检验的方法探究了企业的 TMT 特征、企业社会责任及企业绩效之间的关

系。本研究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探究 TMT特征（TMT年

龄、TMT 任期、TMT 教育背景、TMT 海外经历和 TMT 政治背景）对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

绩效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别探讨了组织冗余和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构建了 5 个

多元回归模型，选取产权性质、企业年龄、企业规模、企业成长性、资产负债率、董

事会规模、股权集中度、高管薪酬、两职合一、高管人数、行业虚拟和年度虚拟作为

控制变量。进一步地，本研究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来检验假设。最终，本章对研究成

果进行综合总结和归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同时也指出研究中存在

的不足之处，并对未来的发展进行展望。 

 

    6.1 研究结果与讨论 

    在对之前的实证研究结果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的基础上，本研究进行了实证分析，

以检验 TMT 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和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回归分析支持了 H1、H2 和

H3 假设，分别为 TMT 特征正向影响企业绩效、TMT 特征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

社会责任正向影响企业绩效。其中 H4 中介效应里，部分成立。即企业社会责任在 TMT

年龄、任期、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间有部分中介效应，但在 TMT 教育以及 TMT 海外经

历与企业绩效间的中介效应不成立。调节效应 I 的回归结果部分支持了理论分析中的

假设 H5，即组织冗余在 TMT 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有正向调节作用，但其中组织冗

余在 TMT 海外经历，TMT 政治关联与 CSR 关系中的调节效应未得到验证。调节效应 II

的回归结果支持了 H6，即制度环境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有正向调节作用。

通过对上述研究假设的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几个主要研究结果讨论： 

    6.1.1 TMT特征影响企业绩效。 

     本研究的实证结果证明，TMT 特征五个维度即 TMT 年龄、TMT 任期、TMT 教育水

平、TMT 海外背景、TMT 政治关联特征与企业绩效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表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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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团队如果普遍年龄较年长则整个管理团队通常具有丰富的经验资源和广泛的社会关

系网络可以帮助企业提升经营绩效。高管团队较长的任期对企业绩效的提升具有真实

性,可靠性和持续性的作用。本研究样本的高管团队的教育水平普遍在本科以上，其知

识结构以及认知能提升企业竞争优势。高管团队的海外背景以及政治关联，作为人力

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对提高公司治理与财务绩效具有重要作用。 

    6.1.2 TMT特征作用于企业绩效的中间机制。 

    随着企业经营环境的日益复杂化，管理层对企业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直接影响

着企业的绩效表现。组织的战略选择和企业绩效受到高管团队人口统计特征和背景特

征的显著影响，这一点不容忽视。高层梯队理论认为，高管团队在不同的环境下呈现

出多样化的表现，其成员构成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公司的策略。而企业社会责任作为

一个企业战略行为，其前因管理者效应，尤其管理者团队的特征，以及其经济后果企

业绩效，这三者间有强相关关系。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那么企业的绩效也相对越

好。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可以促使高管团队在管理与运作中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

大化。同时，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也是管理层的竞争战略和资源获取的途径。因此

本文探讨了 CSR 的前置因素，管理者效应的高管团队特征，以及 CSR 经济后果即企业

绩效。研究发现，TMT 五个维度特征对企业绩效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

TMT 特征则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而对企业绩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企业社会责

任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 TMT 特征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不完全桥梁中介。这表明，企业

社会责任作为组织战略，在高管团队年龄、任期、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间起到中介传

导作用。这与 Hambrick and Mason (2008) 所强调的 “高管特质--战略决策--组织绩效”的

过程影响机理相吻合。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H4c，即企业社会责任在高管团队学历与企业绩效之间；H4d，

即高管团队海外经历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传导作用在本研究中没有得到验证。这可

能是因为企业 TMT 的教育水平越高，就越快的对市场的新变化作出反应，从而能在动

荡的经济社会环境中做出情景化的策略；除此之外，企业 TMT 受教育程度正向影响公

司的国际化运营程度，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管成员，对外界的信息接收程度越高，

接受了不同教育级别的高管团队会通过他们不同的经营战略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绩效。

而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团队被认为在企业研发投入、创新绩效、投资效率、资本结构

管理、盈余管理等多个方面作出贡献，直接影响企业绩效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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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组织冗余与制度环境的在高管团队特征，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绩效间的权

变作用。 

    本项研究的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的社会责任受到 TMT 特征的积极影响。企业履行

社会责任，实际上也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是企业内部管理者向外界尤其外部利益相关

者传递企业履行对其员工、顾客、债权人、股东、社区、环境权益的积极信号。企业

履行社会责任并主动发布其 CSR 报告，可以通过信号传递机制赢得更多地竞争优势，

比如如获得投资者的青睐、获得消费者的信任、以更低的成本获得供应商服务。在此

情景下，当一个组织有更多的灵活的组织冗余，将促使管理者更加积极去履行社会责

任，执行这个组织战略，从而提升其企业竞争优势。这一研究结果说明的是组织冗余

能够促进高管团队的年龄，任期和学历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积极调节影响。但假设

H5d，组织冗余在 TMT 海外经历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调节没有得到支持，可能的解释

是高管团队的海外经历让其具备海外烙印，使得高管团队自发将 CSR 作为其企业必须

履行的责任。根据（Campbell，2007；李世刚, 2017）研究，在特定的文化和制度背

景下，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逐渐形成并得到推广。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企业承

担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问题，而这正是当前值得经理人以及社会公众关注的问题。

在西方许多国家的教育体系中，社会责任一直是一项重要的内容，而规范的教育体系

则使得社会责任观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同时整个企业社会责任体系也已经相对成熟；

发达国家如欧美，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施加了巨大的外部压力，迫使企业必须承担

起对股东、债权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因此，企业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价值

观和组织架构来应对这些挑战，即企业应该将社会责任作为一项核心战略进行管理。

在西方的学习和工作环境中，高管人员会潜移默化地形成一种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思

维观念，因此，那些拥有海外背景的高管们会更加关注比如顾客、供应商、员工、股

东、社区以及政府等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建设和谐社区、以

及减少避税行为、和回报社会的公益活动。另外，值得讨论的是，H5e 组织冗余在 TMT

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调节作用在本研究中没有得到实证支持。这可能的原

因是高管团队的政治关联使得高管团队无论是出于‘政治献金’的目的还是因为需要强制

符合政府规定去执行并要求在社会责任中起带头作用，这样的中国情景背景下使得具

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越发自觉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从而组织冗余在其中的促进作用不显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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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区域制度发展水平指数通过评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企业的份额、

产品、服务和要素市场的发展以及市场中介机构和法律制度的发展，对省级机构制度

进行的全面评估。在制度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完善的制度框架等同于一个“高强度探

照灯”。公众通常对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有很高的期望，因为在这些制度发达的地区报告

了优秀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区

域制度的异质发展不仅可以塑造企业家和管理者的行为，还导致企业行为和绩效的许

多差异。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区域制度环境的不断完善，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

间的正向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也就是说，随着区域制度的不断发展，企业社会责

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也变得更加显著。 

 

6.2 研究启示 

    根据本研究得出的结论: TMT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有积极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对企

业绩效有积极影响。所以, 结合本文的理论基础及研究目的，可以从理论和管理实践

两个方面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6.2.1 以企业微观和中观层面延伸和丰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框架。 

    本项研究以高阶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深入探究了高管团队成员的背景

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和绩效的影响机制，从而形成了一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以期获

得更加深刻的洞见。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不同角度分析了高管团队特征对

企业绩效产生的作用机制，具体考察了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及其与企业

绩效关系的影响。本研究所构建的高管团队特征及其各构成要素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

理论体系对于理解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同时也为企业管理实践提

供了新的思路和建议。同时考虑到我国特有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特征，将高管团队的海

外背景和政府关联特征融入其中，并结合人口特征如年龄、任期和学历等，以全面展

现高层管理者的认知模式、战略选择和实施。增加高管特征维度的多样性，有助于增

强高管团队和企业绩效研究结论的说服力。为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提供

了更多的经验证据。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对高管

团队特征、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联合探究，以充实高层梯队理论

模型和社会责任行为动机前因变量，从而引入企业社会责任的高阶理论模型。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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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丰富了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而且为进一步完善高管团队特征以及企业社

会责任研究提供借鉴。 

    6.2.2 注重高管团队的结构搭建，提升管理者效应。 

通过合理分配高管团队资源、重视多元化组合成员的背景特征、启发多样性思维等方

式来提升决策质量、发挥优势、规避不足、达到优势互补之目的。通过完善公司治理

机制来降低高管团队特征异质差异性对组织绩效的不利影响。优化高管团队的年龄和

任期安排，以达到合理化的目的。避免因过度集中于某一领域导致团队效率低下，降

低组织效能。为了避免团队成员因年龄过小而难以达成共识并引发冲突和矛盾，从而

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我们应该采取措施；合理调整薪酬结构，建立有效的激励

机制，避免高管过度激励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和效率损失。为确保管理团队的稳定性

和凝聚力，建议对高管的任期时间进行适度延长。在履行社会责任和提高企业绩效的

过程中，学历水平被证明是一种显著的推动因素。因此，要想实现企业绩效的最大化

就必须重视人才储备问题，注重培养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使其成为推动企业健康持续

发展的关键力量。高管团队整体学历较高时，会给公司带来专业知识系统，与之伴随

的还有团队成员高尚的道德观、价值观等。提高高层管理团队的整体知识水平与素养

有利于促进管理者认知维度的发展，使组织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更加充分以及专业化。

除此之外，企业还要注重引进人才，建立培养机制，适度开展和推广高层管理人员的

海外优秀企业交流。 

    6.2.3 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可以最大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提高企业绩效。 

    在企业的经营发展过程中，企业自身方面要加强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管，提高企业

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降低自身运营风险，提高企业价值，

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在面对 VUCA 不确定性的大环境下，上市企业必须积极承

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挑战。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不仅体现

了企业对自身经济价值的认可，还代表着一种负责任的精神和态度。如果企业能够充

分履行其社会责任，那么在短期内可能会增加其财务成本，但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有利

于促进企业与其他相关利益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此外，企业可以通过履行社会责任，

加强对员工权益和环境保护问题的关注，从而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因此，企业承

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不仅有利于促进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还能为整个社会的进

步做出贡献。通过协调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有效地推动企业的长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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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研究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企业所处

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等因素变化而不断调整。从制度环境的角度来看，政府应当致

力于完善法律法规，以确保企业能够充分履行其社会义务。法律保障企业承担更多的

社会责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6.3.4 企业注重相关策略确保充分利用企业的冗余资源的积极作用，从而提升其

社会责任绩效。 

    鉴于企业在决策、技术和外部环境等方面所面临的诸多限制和不确定性，不可避

免地会出现资源过剩的情况。这些冗余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企业因经营管理不

善而造成的损失，并能提高组织绩效和市场竞争力。冗余资源具有限性，价值性，多

样性等特点。企业的经济行为是以其拥有或控制的资源作为基础进行的，在一定程度

上决定着自身的命运，同时也影响到企业的绩效水平。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

所产生的声誉效应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不仅为企业提供了竞争优势，而且对企业的可

持续发展产生了具有战略性的影响。企业承担一定程度的社会责任能够促进其经营绩

效的提高。因此，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而言，有效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是至关重要

的。在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成为一种必然。当然，企

业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在于实现市场价值的最大化、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以及利润的创造。

企业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时，必然会考虑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成本收益问题。

然而，企业在履行其社会责任时所消耗的资源主要源于其多余的资源。冗余资源作为

一种非货币性的资源，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会造成消极的影响，甚至可能导致负

效应。特别是在存在未沉淀冗余资源的情况下，由于不同类型的冗余资源会产生不同

的社会责任动力机制，因此企业必须对这些资源进行合理的分类和分配，以高效合理

地利用它们来最大限度地履行社会责任，并获得直接和溢出的社会责任效应。 

    由于企业的未沉淀组织冗余大多来自于富余的资金或潜在贷款，故其利用方式受

制约较少，从而可应用于社会责任分配的领域也更加宽泛，故企业可通过增进员工福

利，丰富职工职外生活，开展慈善捐助，资助社区建设和优先公共政策执行等多种形

式实现社会责任。社会责任履行良好的企业会获得一些比较优势：员工斗志受到鼓舞、

获得供应商的青睐、吸引社会各界优秀人才、赢得公众的信任乃至得到政府优惠政策

等。此外，社会责任还能够促进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质量的改善以及增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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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因此，公司应充分利用组织冗余来完成社会责任将为公司带来更多榜样效应

与光环效应，进而有助于提升公司社会影响力，并最终发挥公司最大价值。 

    6.3.5 改善制度环境，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从而提升企业竞争优势。 

    根据制度理论，企业之所以会去承担社会责任很大原因就在于企业受到正式制度

以及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如果没有制度的制约,企业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会导致

社会资源的过度使用甚至浪费,致使环境严重恶化。只有通过有效的制度完善, 才能促

使企业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 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考察了制度环境中的区域制度发展，用市场化水平来衡量区域制度发展，市

场化指数通过评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企业的份额、产品、服务和要素市场的

发展以及市场中介机构和法律制度的发展对省级机构制度环境进行了全面评估与打分。

不同的市场化程度对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不同的影响。研究表明, 制度环境（区

域制度发展）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间起正向调节作用。这表明，政府对经济干

预度越低,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度越高；其次，法律环境越完善, 产品服务以及要素市

场和中介结构越发达，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度越高。因此，本文的研究揭示了一个重

要的实践启示，即政府应该积极推进市场竞争机制和制度环境的完善，为企业履行社

会责任提供必要的内部动力和外部约束。除此之外，非正式制度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

中也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企业应该强调信息共享、相互沟通和平衡利益相关者之间的

利益以及增强其内在联系。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在回顾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运用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这两种方法聚

焦剖析高管团队特征、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三者间的关系，虽然取得了一些研究

进展，但本研究依然有一些局限之处和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内容。 

    6.3.1 高管特征维度选取。 

    本文虽然从高管团队的年龄、任期、教育水平、海外背景以及政治关联这五个维

度进行了研究，但是对于高管团队专业背景的衡量还是有待补充。尽管对高管特征的

维度指标相比于前人的研究虽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和拓展，但仍存在一些不够全面的

问题需要解决。今后可以将高管特征维度指标进一步提炼与延伸，比如可以考虑高管

团队的学科背景、财务背景、社会资本等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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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 企业社会责任评分以及政府角色的作用。 

    其次，本项研究以和讯网评定的上市企业社会责任为研究样本，然而，由于部分

企业在社会责任履行和实际披露方面存在有一定差异，由此可能导致部分企业的社会

责任评分偏低，从而影响本研究的实证结果。另外本研究涉及到探讨企业社会责任的

前因和后果因素。尝试从管理者微观角度，组织战略以及企业绩效中观角度，以及制

度环境的宏观角度，从不同层面探讨高管团队特征，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间三者

之间的关系，但在政府角色方面没有做过多考虑。政府角色在企业社会责任中的作用

没有做深入的探讨。中国情景的下的政府的宏观调控，使得高管团队和企业的重大决

策往往受到政府行为的影响。未来可在社会责任评分上选取多维度多方法的评分系统，

多测度的以期更客观和全面的角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效果进行评估，从而提升研

究结果的普适性。另外，政府角色在三者之间关系的影响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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